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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過去，台灣成衣業曾有過驚人成長。但步入近代，其產值卻急遽下降，因

而收到不一的褒貶。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掌握台灣本地成衣業近代發展的細部樣

貌，及其可能的升降級樣態。基於此目的，研究具體要回答幾個問題，分別是臺

灣本地成衣業近代面對的產銷環境，因為什麼原因而發生了何種改變？同時，以

本地成衣業者為核心，所組成的產銷網絡對此做出什麼回應？如何影響了本地成

衣業者升降級的情形？ 

研究主要採質性方式進行，包含向業者進行半結構式訪談、次級資料蒐集，

以及參與式觀察。研究發現，本地成衣業近代面對的生產環境，主要受勞動力供

給因素影響，面臨了供應斷層出現，以及規模優勢減少；銷售環境受社會風氣及

成衣市場全球化因素影響，時尚週期開始加速，並且有了生活化的訴求。鑑此，

本地成衣網絡成員在生產方面，透過接受彼此初期合作的不完美，以及組織、串

連起次級部門，來回應環境的轉變，成功使網絡保留了彈性生產能力。在銷售方

面，本地成衣網絡則產生了分化的回應。以本地成衣業者為主的成員，未據環境

改變做出積極的行動；以品牌商為主的成員，則為適應新的環境發展了相應的高

階能力。因此整體而言，本地成衣業近代在高階能力的獲取有限，限制了產業的

升級。儘管如此，台灣仍可以被作為成衣業創業或發展的基地。在理論層次，研

究大致延續了後進國家成衣業文獻、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研究、產業升級降級

與技術能力獲取相關文獻的成果，但也有新的發現與著重，包含後進國家成衣業

透過內銷市場升級的可能；成衣產業網絡成員自主發展的重要；以及實體互動對

象徵知識生成的注重。 

關鍵詞：成衣業、台灣、產業升級、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產業轉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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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past, Taiwan's garment industry experienced remarkable growth. However, 

since the late 1980s, its production value has sharply declined. To gain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the recent development of Taiwan's local garment industry, along with 

its potential patterns of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this research aims to answer 

several key questions: What changes occurred in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environment 

faced by the local garment industry in Taiwan, and what were the reasons behind these 

changes? How did the production and sales network, centered around local garment 

manufacturers, respond to these changes? How did this influence the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dynamics within the local garment industry? 

The research primarily adopts a qualitative approach, including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s with industry stakeholders, secondary data collec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Taiwan’s local garment industry faced 

challenges in the production environment,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labor supply factors, 

resulting in a shortage of skilled labor and reduced economies of scale. In the sales 

environment, social trends and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garment market accelerated the 

fashion cycle and led to a demand for lifestyle-oriented products. In response to these 

challenges, actors of Taiwan’s local garment network adapted by accepting imperfect 

initial collaborations and organizing and connecting the secondary sector, successfully 

maintaining flexible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In the sales aspect, however, they had 

differentiated responses. Specifically, those actors primarily composed of local garment 

manufacturers were less proactive in adapting to environmental changes, while those 

dominated by brand owners developed corresponding high-level capabilities. Overall, 

the limited acquisition of high-level capabilities hindered the industry's upgrading. At 

the theoretical level, this research builds upon existing literature concerning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latecomers, collaboration networks of Taiwanese SMEs,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downgrading and technology capability acquisition. It brings 

forth specific discoveries and emphasis, including the potential for the garment industry 

in latecomers to upgrade through exploring and exploiting domestic markets, the 

importance of actors’ independent development in local networks, and the significance 

of physical interactions in the generation of symbolic knowledge. 

Keywords: Garment industry, Taiwan, industrial upgrading,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 network,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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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前言 

在過去，台灣成衣業曾有過驚人的成長，被作為產業升級的經典案例（Gereffi 

1999）。但步入近代，主要產銷產基地留在台灣的「本地成衣製造業」（以下簡稱

「本地成衣業」）者，卻未延續過去的表現。因此，台灣成衣業開始遭受「夕陽

產業」的質疑（台灣趨勢研究 2020）；然而有論者卻認為其仍具有相當競爭力（毛

樹仁、沈珮蓁 2013）。究竟其目前真實的發展樣貌為何？本地成衣業表現的是升

級或是降級的趨勢？由於台灣成衣業仍有大量的從業人員，並且服飾市場規模日

漸龐大，因此仍有必要對其加以研究，協助產業未來的發展。本研究的目的，即

在於掌握本地成衣業近代發展的細部樣貌，及其可能的升降級樣態。基於此目的，

研究將分別探詢本地成衣業生存環境的轉變與轉變原因；以及在此轉變下，以本

地成衣業者為核心組成的本地產銷網絡，做出了什麼回應，如何影響本地成衣業

者可能的升降級。 

為了避免重複工作，研究需先爬梳相關的成衣業研究，然而相關研究的視角，

卻對了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本地成衣業幫助有限。因此，我再接著回顧台灣中小

企業協力網絡的討論，惟源於對產業升級所需能力的不同看法，使學界對於協力

網絡的發展出現不同意見。故尚須回顧產業升級基本內涵與機制，發展適合檢視

本地製造業升級所需的能力框架。根據研究發問以及文獻回顧的回饋後，研究架

構得更具體搭建起來，並可進一步的劃定研究對象。為了掌握複雜的網絡關係與

動態，研究主要使用包含次級資料蒐集、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參與式觀察的質性

方法進行。 

第一節 研究動機

台灣成衣業無疑是經濟發展的火車頭，有賴其貢獻，1967 年至 2003 年的 

37 年間，紡織品是台灣排名第一的創匯產品，可見其外銷的重要。另一方面，

台灣成衣業在內銷也有蓬勃的發展。70 年代後期，台灣產生大量薪資階級，加

上婦女就業率提升等因素，催生了國內低價位成衣市場利基（niches），供五分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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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地具一定地下經濟程度的小工廠或工作坊起家，形成了蓬勃的在地產銷網絡，

將產品銷往各地夜市與攤販（柯志明 1993；李銘 1994；余舜德、周耿生 2004；

黃佩鈺 2008）。 

台灣成衣業打造出許多亮眼成績，許多業者自單純的製造業轉型或升級，發

展出提供設計的功能，甚至是創立自有品牌。如夏姿（SHIATZY CHEN）與主富

服裝（NET）便是台灣成衣業的知名品牌，前者常年在巴黎時裝周之列，也是巴

黎時裝公會唯一的華籍會員（溫肇東、許映庭 2016）；後者力抗國際快時尚巨頭

廝殺，屹立台灣多年，至今持續展店（蔡茹涵 2019）。同時，也有業者專精於擴

大規模、掌握生產知識，透過協調散佈於各地的生產節點，在全球成衣業中佔有

重要地位。如聚陽為 Wal-Mart、Target、GAP 等國際服飾品牌的重要供應商，營

業額長年在 200 億以上，並仍在突破新高；薛長興工業則包辦了全球 65% 潛

水衣相關用品生產（溫肇東、許映庭 2016）。 

需要注意的是，這可能只是少數人的故事。台灣成衣業是以中小企業為主，

在行政院主計總處所公布的 2016《工業及服務業普查》中，可以發現成衣業 200 

人規模以上的廠商只有 26 家，僅佔全體的 0.8%。對於 99.2% 的中小企業者來

說，其中過半的規模都未滿五人，要升級為國際品牌或是大型代工集團，顯然不

太實際。因此，更多中小企業選擇的是持續留在台灣，從事產銷工作，研究稱其

為台灣的「本地成衣製造業」（以下簡稱為「本地成衣業」）。 

不同於大型企業在全球成衣市場大鳴大放，本地成衣業者近年在內外銷方面

都受到衝擊。1987 年後，台灣成衣業的產值從 1905 億的高點，降至 2022 年的 

170 億，不及原來十分之一1。本地成衣業者在內銷方面，面對越來越多國外產品

的競爭。據海關進出口統計，台灣的成衣與服飾品進口值自 2003 年的 7.7 億美

元，成長至 2023 年的 21 億美元2。外銷方面，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則指出，台灣成衣出口值在 1980 年有 243 億美

元，到了 2021 年則降至 75 億美元。 

台灣成衣業在過去從代工生產，延伸出設計功能，甚至是自創品牌，獲得取

更多附加價值的過程，一般被視為產業升級。為何整體產業升級的經歷，不僅沒

有使近年產值提升，反而還明顯下降，使其招致了「夕陽產業」的批評（台灣趨

1 雖然在官方統計中的台灣成衣業，仍包涵了大型企業，惟如前所述，據 2016《工業及服務業普

查》，200 人以上的大型企業只佔了整體的 0.8%。因此，針對台灣成衣業全體所進行的統計，仍

很大程度可以反映「本地成衣製造業」的樣貌。 

2 加總自財政部關務署所統計，針織或鉤針織之衣著及服飾附屬品，與非針織及非鉤針織之衣著

及服飾附屬品的進口值（https://portal.sw.nat.gov.tw/APGA/GA30，取用於 2023 年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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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研究 2020）？這是否代表本地成衣業其實沒有隨大型企業升級，甚至可能發

生了降級？或是其升級的內容已不足以持續面對現今的挑戰？有趣的是，同時卻

有論者主張「台灣成衣業在世界持續具有競爭力」（毛樹仁、沈珮蓁 2013）。難

道在衰退數據背後，本地成衣業者其實展現另種積極的面貌嗎？ 

回答這個問題的重要性有二。首先，本地成衣業仰賴正式與非正式部門大量

合作（柯志明 1993），因此能在統計資料中看到的受雇人數只是冰山一角，僅代

表了正式部門的員額。在海面下，有大量勞動人口都以成衣業為生，透過掌握其

發展現況，可確保許多工作崗位維持。第二，調查指出台灣服飾市場規模在 2018 

年達 2,947 億元（Fashion Express 2020）。台灣在過去已建立起完整的成衣產業

鍊，並累積了豐富的生產知識與技術，若將龐大的市場商機都拱手讓人，是件很

可惜的事。因此，有必要釐清本地成衣業的發展動態，在掌握其現況後做出適當

的回應。 

第二節 問題意識 

基於上述動機，研究目的是更詳細的掌握台灣本地成衣業近代的發展，及其

升降級樣貌。國際間早期對於台灣成衣業的研究，對其整體升降級的樣貌已有初

步的描繪，但對檢視其中本地製造業者表現的幫助恐怕有限。這些研究通常將台

灣成衣業作為後進國家嵌入全球價值鏈（global value chain，簡稱 GVC）後，透

過 OEM（original equipment manufacturer，原廠委託代工）到 ODM（original design 

manufacturer，原廠委託設計代工）、OBM（original brand manufacturer，自有品牌

生產）升級的經典案例（Gereffi 1999）；同時也指出業者成為海外大型代工集團

的可能（Shin 2019；Kwon et al. 2021）。顯然地，上述兩個可能都非身為中小企

業的本地成衣業者所容易達成。 

因此，需要另一種更適合討論中小企業升級的視角。學者在觀察第三義大利

（the Third Italy）的過程，發展了探討產業升級的網絡觀點。第三義大利由大量

具彈性、高度專業化的中小企業所構，其彼此除不可避免的競爭外，也會緊密的

合作與協調（Boschma and Lambooy 2002），並發展出彈性專業化（flexibility 

specialization）的能力（Piore and Sabel 1989）。第三義大利成為了一種區域網絡

模型，描述一區域中的中小企業，可透過這種橫向連結的方式，提升彼此的競爭

與創新能力。需要注意的是，其與區域外的交流還是必要。由於互相學習到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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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區域內的網絡可能會形成閉鎖（lock-in）而不利創新，因此外界的資源與

技術仍是升級的重要動力（王振寰 2010）。 

國內早期的成衣業研究多與上述網絡視角有關，從「外包」和社會關係切入

（柯志明 1993；謝國雄 1997），描述小型企業在工業化進程中，如何發展出一

套制度安排以適應生存競爭（柯志明 1993：186）。惟與網絡有關的研究進程似

乎戛然而止，後續研究出現和 GVC 研究類似的趨向，多以外銷導向的大型企業

為研究對象（張宏帆、羅志明 2009；朱萬珍 2017）。另外，更多研究則是將成

衣業視為紡織業下游（葉匡時等 1994；佐藤幸人 1992；陳介英 2005），成衣業

本身未被作為研究主體。 

故透過目前的討論可以認為，要考察現今留在台灣的本地成衣業者升級情形，

較好的視角應是將重心放在全球化經濟環境下，中小企業為主行動者的網絡互動。

「在台灣大型企業太有限了，穿梭交織在台灣社會經脈的是數目繁多的中型企業、

中小型企業、小型企業及小小型的家庭工廠」（陳介玄 2001：4）。因此，如果研

究目的在於探討產業整體，從網絡的角度來加以了解，尚能有效掌握台灣當代經

濟發展的特色。少數關照過本地成衣業網絡的研究（謝國雄 1997；柯志明 1993）

發表已近 30 年，這期間，本地成衣業的競爭環境與生存利基早有大幅改變。可

以推想，其網絡組織與生產行為也會有所調適。然而受限於文獻缺乏與統計資料

不完整，我們似乎還未能清晰。同時，前述研究也對本地成衣業網絡和外界的連

結情形缺乏觀察。 

由於產值在 1987 年發生向下的轉折，因此我將 80 年代末期作為近代的起

點，考察主要生產活動留在台灣的本地成衣業者，以及以其為核心所組成的產銷

網絡。在參考學者以製程、產品、功能、跨部門及社會等面向（Humphrey and 

Schmitz 2002；Barrientos et al. 2011）做出可操作的產業升級定義後，研究的核心

發問是：「經歷近代內外環境劇變，主要生產活動仍在台灣的本地成衣製造業者，

在產業升級的議題做出何種回應？」為回答這個發問，我將它再拆分成如下兩個

次問題： 

1. 主要生產活動仍在台灣的本地成衣製造業者，近代面對的產銷環境，因為

什麼原因而發生了何種改變？

2. 同時，以這些業者為核心，所組成的本地產銷網絡對此做出什麼回應？如

何影響了本地成衣業者升降級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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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文獻回顧 

研究首先回顧有關後進國家成衣業發展的研究，除了可避免重複已有工作外，

還可以透過掌握相近國家成衣業有可能的發展，與研究對象的近代轉變對話。在

這過程中，將發現後進國家成衣業可能有 OEM 到 OBM，或是成為大型海外代

工集團的升級。然而這兩種升級的可能，都非一般中小企業容易達到。因此，我

接著回顧對於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的討論，透過掌握與中小企業有關的網絡結

構與網絡運作，克服相關成衣業研究的視角限制。但在探詢中小企業協力網絡升

級時，學界卻有不同看法，這是源於對產業升級的不同理解，其究竟是硬技術的

競逐，或是軟實力的比拼，影響了檢視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產業升級的可能。故研

究最後將進行產業升級基本內涵與機制的統整，發展適合檢視本地製造業升級的

考察框架。 

一、後進國家成衣業發展 

在 2000 年初，為回應五年後有關全球成衣貿易管制的配額解除，全球成衣

業將邁入幾乎完全自由的競爭時代，學者們特別關注成衣產業新的組織與競爭型

態、科技使用、國際貿易協議、彈性專業化情形等（Tewari 2006）。到了 2020 年，

成衣業研究雖遍佈工業 4.0、材料機能、循環經濟和 AI 等主題（Jia et al. 2020；

Bertola and Teunissen 2018；Guo 2011），但後進國家在成衣業 GVC 的發展，也

一直是主要研究重點。 

對於東亞成衣業的觀察，在催生「全球商品鏈」（GCC，global commodity chain；

Gereffi 1994）的概念後，很快地形成了 GVC 架構，來發展對全球化市場的分析

（Gereffi et al. 2005）。簡單來說，GVC 是指產品在全球化生產環境下，其一系

列相關物質與非物質投入，產生價值的過程（Lee et al. 2018）。成衣業所處 GVC 

因為低技術與勞力密集特性（Scott 2006），並且生產過程有初步標準化，可複製

性較高（Navas-Alemàn 2011），故入行門檻較低，被視為一般後進國家步入工業

化的第一步（何彩滿 2018）。新興工業化國家便是經典案例，其透過成衣 GVC 

的參與，經濟很快地蓬勃發展（Yeung 2016）。 

在進入 GVC 一段時間後，後進國家廠商想進一步從事更高附加價值的活

動，可以透過經典的「做中學」（learning-by-doing）之路。即在原有的生產鏈中，

逐步朝設計、行銷摸索學習，使原本只會產品代工的 OEM 身份，升級為 ODM、

OBM（Gereffi 1999）。由於後進者想要壯大的企圖，往往會侵犯到先進者利益空

間，故先進國家買主往往會在各方面嘗試打壓（Tokatli 2013）。除此之外，後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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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還會碰上許多挑戰，例如工資上漲、匯率上升，使生產比較利益喪失、出口競

爭力下降（Yuasa 2001；Van Grunsven and Smakman 2002；李宜芸 2013），或是

生產技術主導的產業文化，與閉鎖效應使轉型困難（Yuasa 2001；蘇少荻 2006；

Cho and Hassink 2009）；不平等的 GVC 治理結構使後進者受到先進者打壓

（Navas-Aleman 2011）等。種種原因，使包含台灣在內的後進國家成衣業升級之

路並不順遂，占全球服飾產業的貿易比重下降。碰到上述議題時，後進國家業者

很常見的反應是進行削價競爭。例如泰國透過嵌入成衣業 GVC 獲得初步工業

化後，不久便開始面對更多後進者的競爭。為了增加產品價格競爭力，泰國成衣

業者選擇將生產基地轉往泰緬邊境，使用來自緬甸更為廉價的非法勞工。然而這

些未受監管的勞工，又未受到足夠的訓練教育，因此一來一往下，也沒有生產出

更物美價廉的產品（Goto and Endo 2014）。 

不過這不代表後進者的產業升級到達了極限，近年學者開始注意到了後進國

家成衣業獨特的發展軌跡，並不只有 OEM 到 OBM 的線性路徑，還有成為一

級供應商（first-tier supplier）的可能（溫肇東、許映庭 2016；毛樹仁、沈珮蓁 

2013；吳正華 2019）。做為一級供應商，後進國家廠商不僅是使用廉價勞力的外

包集團，而是成為掌握複雜生產知識，及協調生產要素的重要節點，並透過規模

經濟獲得與委託者的議價籌碼（Azmeha and Nadvi 2014）。並且不同一級供應商

之間，還可能具有相當的異質性（Kwon 2021），如多角經營的財閥與專精生產的

供應商等（Shin 2019）。 

需要注意的是，OEM 到 OBM 的線性升級之路，較容易為大型企業所達成

（謝斐宇 2017）；成為一級供應商的另類升級路徑，也明顯有同樣傾向。同時，

這兩種路徑都有賴升級必須與 GVC 緊密嵌合的前提。少數研究即便主張內銷

市場仍可提供升級機會，但卻未說明原因與相關機制（Goto and Endo 2014）。總

結來說，即便相關成衣業研究已指出後進者升級的多元可能，卻聚焦於大型企業

與國際市場提供的機會。然而成衣業的發展還有內銷市場的面向，並且其組成通

常還仰賴大量的中小企業。因此，在內銷市場所提供的機會，與中小企業升級可

能的方面，還有待更多討論。 

值得一提的是，在「鏈」（chain）的概念從 GCC 逐步發展至 GVC 之時，

「網絡」（network）的概念也同步發展，形成「全球生產網絡」（global production 

network，GPN）的架構。GPN 的架構由 Henderson 等人（2002）提出，用於描

述在全球化的經濟環境下，不同國家和地區之間的合作，以供給產品或服務過程。

其與 GVC 有著相近的關注對象與分析內容，甚至因此有時未被清楚區分（Shin 

2019）。Parrilli 等人（2013）曾將兩者進行比較，較主要的差異在於學科背景及

分析對象。首先 GVC 奠基於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管理學；GPN 則立足於政治

經濟學與經濟地理學。其次，GVC 重在討論以廠商為主的成員，如何創造並分

配鏈中的價值；GPN 則重於探討除廠商外，包含國家、機構等行動者形成的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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絡動態。從概念上來說，GVC 強調產品和服務提供過程的垂直結構；GPN 則注

重同樣過程中，不同行動者的垂直及水平互動關係。 

簡單來說，儘管 GVC 和 GPN 有著不同的焦點和範疇，但它們都是用於理

解全球化經濟活動的重要概念。在實際應用中，兩者的界限可能並不清晰，有時

會因不同的研究者而有所差異。因此重要的是，在具體的分析和研究中，根據需

求和目標選擇適合的框架和概念，以獲得更全面的結果。例如論及許多更高附加

價值的創造與分配活動時，適合借鑑 GVC 有關權力的視角；當具有影響力的行

動者不僅有廠商，還有國家與相關機構時，便需要更多地參考 GPN 的分析方法。 

二、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 

儘管柯志明（1993）與謝國雄（1997）早期的研究，旨在了解台灣都市小型

製造業或台灣勞動體制，而非成衣業本身，但皆為台灣近代成衣生產組織留下重

要紀錄。雖然兩者的研究問題有些不同，但都重視了兩個議題──「外包」與「社

會關係（或共識）」，由此可知這兩者是構成台灣近代成衣生產網絡的重要元素。

由於柯的研究具有較強的地域性，因此其網絡社會關係很大部分是家庭或農村移

民的同鄉關係；謝的研究範圍在於全台灣，因而其社會關係是整體社會對於「純

勞動」的共識。這兩種社會關係都與外包制度交織運作，前者幫助了不同程度的

生產組織動員，後者則將可能的衝突消弭。鑑於柯謝二人的研究發表至今已近 30 

年，這期間，台灣成衣生產網絡發展並沒有獲得持續關注，故我選擇回顧台灣中

小企業協力網絡研究，掌握協力網絡的基本架構與運作邏輯。 

中小企業組成的協力網絡，成為台灣產業研究的基本分析單元（黃俊豪 

2021），與謝國雄和陳介玄早期的研究有關。謝國雄（1989）在研究階級流動的

過程中，注意到了台灣大量中小企業組成的「零細化產業結構」。陳介玄（2001）

認為，僅僅由大量中小企業組成「零細化產業結構」，恐不足以描述台灣的產業

結構特色，還必須從協力關係組成的「小企業叢」角度下手。因此，陳介玄發展

了「彈性化協力企業組合結構」的概念。在此結構下，台灣的廠商在生產技術、

管理方式、資金調度與貿易網絡方面，形成「組合式」的協力關係。其協力關係

的建立，往往都是社會關係先行，即靠彼此人脈介紹、引薦成為合作廠商。這使

廠商間的合作有了「信任格局」的基礎，願意減少利潤，共體時艱，或是承受對

方的延遲給付（趙蕙鈴 1995）。 

就在學界普遍接受人情關係，是協力網絡發展的重要支持之際，張苙雲與譚

康榮（1999）以組織社會學的角度，指出人情關係的動力，仍需由「組織效率」

與「生存邏輯」提供。在《網絡台灣：企業的人情關係與經濟理性》一書中，吳

思華（1999a）透過自己（1999b）及其他研究者（吳思華 1999b；李仁芳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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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敦浩 1999；張苙雲 1999）的案例對話，提出幾個問題，包含「網絡的運作與

維持，確實祇是依賴人情手法的操弄嗎？還是有其他的專業管理方式？」（吳思

華 1999a：272）；他接著認為，網絡運作的效率，還取決於長期互信互賴的利益

關係、共同語言和共同思維的溝通媒介，人情關係只是其中的一項表徵。這個討

論呼應了柯志哲和張榮利（2006）的憂慮，以及葉匡時等人（1994）的發現。前

者擔心重視人情原則的傾向，導致協力網絡背後其他社會機制受到忽略，因此整

合了社會學的網絡與管理學的經濟觀點，指出廠商是在經濟關係確立後，再思考

如何輔以社會關係鞏固。後者則發現台灣紡織業的網絡地位建立，是以價格、區

位、技術資源等業務關係為主，親友等人情關係次之。 

除了廠商行動者外，國家與其代理人也是協力網絡的重要一環。21 世紀後，

台灣廠商面對隨發展成熟而來的投資報酬率下降，瞿宛文和安士敦（2003）認為

由中小企業組成的協力網絡已不足應付，必須由政府協助取得技術升級的能力。

王振寰（2010）大致同意前者的看法，但他認為隨廠商發展成熟，掌握了高於官

員的產業知識時，國家得透過法人機構與廠商研發及合作，退居創新的「促進者」

(facilitator)和「誘發者」(enabler)。這種體制恐怕難以孕育突破性的創新，因而面

臨發展瓶頸。然而除了退居「促進者」和「誘發者」的角色外，謝斐宇（2019）

認為國家可以透過不易被觀察到的方式，持續發揮積極的作用。如廣泛地介入不

同層面，形同「隱藏的基礎設施」，促發中小企業網絡的學習。 

大部分學者對於國家在網絡間發揮的作用，都給予相當的重視，然而在描述

其作用積極程度時，卻發生了落差。此落差可能根源於產業升級的不同認識，並

反映在對網絡競爭力建構的不同看法。對於瞿宛文、安士敦和王振寰而言，產業

升級猶如硬實力的競逐。故面對技術難以追趕先進國家的情況，瞿宛文和安士敦

強調需朝向協助領頭羊取得規模經濟；王振寰則認為需培植網絡整體的激進創新

能力。對謝斐宇來說，產業升級還有軟實力的考驗。因此網絡競爭力的建構，應

是維持其活絡與彈性專業化能力。 

簡而言之，協力網絡的結構是台灣產業的重要特色，利益與人情的綜合考量

是其重要運作邏輯。除此之外，網絡成員還包括國家與其代理人。然而關於國家

在網絡中擔任的角色眾說紛紜，這可能與對產業升級的不同看法有關。不同的理

解下，網絡會被要求具有不同的競爭能力，國家也因此會有不同的角色。究竟何

種框架更具解釋力？一個相當籠統又安全的回答是──因具體情境而異。也就是

說，研究需要針對成衣業所處的競爭環境，找到適合的升級架構，才可以進一步

談論其網絡需具備何種能力，或網絡的某些特性是否支持升級。因此接下來我將

回顧產業升級的基本內涵、類型與機制，嘗試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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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產業升降級與技術能力 

「產業升級」可以被定義為一獲取更高價值的變化過程，也可以用來形容一

國家、一群聚產業或一產業結構，知識基礎和專業化程度的變化過程（Floris et al. 

2022）。Humphrey 和 Schmitz（2002）透過將升級分出四個可能的面向，提供了

較易操作的定義。其包含「製程升級」（process upgrading），代表應用更佳的技術

改善生產流程；「產品升級」（product upgrading）則是生產更高附加價值的產品；

「功能升級」（functional upgrading），指增加新的功能服務；「跨部門升級」（inter-

sectoral upgrading）則指利用既有的知識，到不同的產業鍊開始新的活動。除此

之外，由於產業發展不一定對社會帶來完全正面的影響，尚須考慮「社會升級」

（social upgrading）。Barrientos（2011）等人將其定義為勞工權益、就業品質的改

善。 

當然，也存在著與前述過程相反的發展路徑。Blažek 等人（2020）整理了多

種產業負面發展的可能，其中包含了「路徑降級」（path downgrading），即特定區

域產業拋棄更高附加價值功能的過程。其定義與「產業升級」呈現明顯的對比，

可以初步將其視為「產業降級」。值得注意的是，儘管會對區域的長期競爭力造

成破壞，但降級在短時間內可能有延長廠商生命的作用。此現象可以呼應「低路」

（low-road）的策略，即透過壓低產品價格、降低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及薪資的

競爭手段（Van Grunsven and Van Egeraat 1999）。 

回到升級的討論，無論從理論上或是操作上的定義來看，都可以發現更高階

能力的獲得是升級的關鍵，而獲得高階能力的來源又可以分為知識的學習或創新。

因此先從學習開始，首先，根據學習的難易度，Polanyi（1966）初步將知識分為

顯性知識（explicit knowledge）與隱性知識（tacit knowledge）。顯性知識即可被

以文書、語言等媒介傳遞，不需透過體驗方式便可操作的知識；隱性知識則指難

以被符號記載的知識，需要透過累積經驗與感受才可以習得。以空間的角度來說，

顯性知識因為可以透過物質記載與傳遞，容易在不同空間流動與擴散（王振寰 

2010）。從這點來看，後進國家透過進入成衣業，一開始便能獲得快速發展的原

因，歸功於成衣製程容易標準化，可以在不同區域間複製。而其要再獲得更近一

步發展的關鍵，就在於沒有相關操作手冊的隱性知識該如何習得。 

接著，與學習不同，創新來自於新知識或技術的生成。根據不同強度，可以

將其分為合成知識（synthetic knowledge）與分析知識（analytic knowledge）。前

者指透過應用現有知識，創造出新的組合，其可透過廠商間彼此學習，達成漸進

的創新；後者指全新的知識創造，常需仰賴研發部門或機構間的合作，方可作出

更激進的創新（Laestadius 1998；Asheim and Coenen 2005）。然而合成與分析知

識的區分，似乎在工程科技方面有較合適的應用。當論及與美學有關領域的創新

時，Asheim 等人（2007）指出，便需要有關人文及美學的知識架構——象徵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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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symbolic knowledge）。象徵知識與意義、慾望的創造有關，常用於產品外觀

設計等與符號有關的事物（Asheim and Hansen 2009）。很明顯的，成衣業是象徵

知識作用的重要場域。相較於其他類型的知識，已被指出許多可能的獲得來源，

象徵知識的獲得來源尚未被充足研究。不斷反覆的實踐，強調突破慣例的做中學

是一個可能來源（Asheim et al. 2007）；Tuijl 等人（2016）指出另一個重要來源

則是強調不同文化、領域間，具流動性的考察（monitoring），簡單來說，即跨領

域的交流。 

總結來說，高附加價值功能的獲取或喪失，決定產業朝向升級或是降級。

而要獲取相關能力，可以透過知識的學習或是創新。就學習方面來說，台灣成

衣業已獲取足夠的顯性知識，而具備一定程度的生產能力；要更進一步發展的

關鍵，可能在於隱性知識的獲得。從創新方面來說，成衣業重要的競爭力來源

則在於象徵知識的生成。因此，要探討台灣成衣業的升級可能，可以考察生產

能力以外的技能獲取，以及象徵知識生成的機會。 

第四節 研究設計 

文獻回顧過程，隱約浮現了研究的可能框架，包含中小企業的網絡視角、

GVC 以外途徑發展的可能、成衣業特有的競爭環境、與技術能力獲得相關的升

級機制。因此，我首先將依據前者以及研究發問，更具體地將研究架構搭建起來；

接著，再對研究對象做出明確且易操作的界定；最後，由於研究發問探詢網絡轉

變的細緻過程與原因，並涉及成員的互動、連結等動態，故研究主要使用質性的

方法進行，包含蒐集次級資料、進行半結構式訪談以及參與式觀察等，具體的操

作過程將在以下詳述。 

一、研究架構 

研究架構如圖 1 所示。在第一章第二節的問題意識中，研究參考前人的研

究，以及台灣成衣業產值在 1987 年後明顯下降的時機，將近代考察的重要起點

設為 80 年代末期。為了掌握本地製造業近代發生的轉變，需和近代以前的發展

進行對話，因此有道自 80 年代末期前至近年的時軸。台灣成衣業在 80 年代末

期以前，如同多數甫入 GVC 或是 GPN 的後進國家，由於自外銷代工起步，受 

GVC 或 GPN 影響甚深；惟近代外銷產值驟降，顯示近年可能漸與 GVC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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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PN 減少連結，而為本地網絡所主導。這反映在時軸下方隨時間逐漸縮小的 

GVC 或 GPN，以及後續由本地成衣製造業者為核心所組成，更為明顯的本地產

銷網絡。本地產銷網絡中，除了生產者是網絡的核心，整體的網絡成員也包含通

路業者者、國家與機構代理人等。 

在時間的進程中，有四個重要討論面向。首先是產業結構面對的轉變，包含

了業界行規等制度、社會風氣及時尚等風潮。此面向的討論將與本地成衣業者所

在的生存環境進行對話，幫助回答研究的第一個發問：本地成衣業者面對的產銷

環境，因何原因發生何種改變？其次是包含企業、國家與個人等，網絡中行動者

的互動，這將有助於回答第二個研究問題：本地產銷網絡對環境的改變做出什麼

回應？第三是產業本身的特質、產品與製程特性，例如勞力密集的特性、產品人

體曲線的需求等；以及第四，產業技術知識的學習與創新情形。在結構轉變、網

絡行動者的考察基礎上，加入最後兩個面向的探討，將幫助研究描繪本地成衣業

者升降級的情形。 

圖 1 研究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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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對象 

研究主要關心的對象，是產銷活動仍留在台灣的「本地成衣製造業」者。然

而本地製造業並非獨立於系統之外，單獨行動的個體，而是與本地產銷網絡密切

互動。因此在探詢本地製造業，如何對環境的變化做出回應的過程，須將本地製

造業者，放在本地產銷網絡的脈絡中考察。整體來說如圖 2 所示，以下詳述之。 

圖 2 研究聚焦對象與考察範圍 

首先，若按《中華民國行業統計分類》（第 11 次修正）中，製造業下的「成

衣製造業」（C1210），可以辨識出以下行動者，包含「製造商」、「代工所」、「品

牌商」以及「國際代工集團」。惟並非所有成員都與本地製造業保有關聯，例如

「國際代工集團」與本地製造業關聯有限；「品牌商」也有全數產品不在台灣生

產者，其亦不在考察之列。因此，研究將大程度聚焦在主要產銷活動仍留在本地

的「製造商」與「代工所」。「製造商」顧名思義，承接或整合了產品的主要製程。

其有可能自己完成產品，或是將製程、產能的一部或全部再度外包，甚至是自己

推出產品。無論如何，它的任務重點是將產品生產完成後，交到委託者或通路業

者，而非終端消費者手上。「代工所」沒有能力接受生產完整產品的委託，而是

精於處理特定製程。製造商往往會將部份工序委託予代工所，如裁剪、縫製、漂

染、整燙等代工所。 

其次，由於為回答本地製造業對近代環境轉變做出何種回應，需要以網絡的

視角考察，因此研究必須考察到本地製造業者所活動的產銷網絡。此網絡的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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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代工所」與「製造商」外，包含了成衣製造業中，會將產品一部或全部委

託本地製造商生產的「品牌商」，及《行業統計分類》中，批發及零售業下之「服

裝及其配件批發業」（G4552）與其販腳、「服裝及其配件零售業」（G4732）和「百

貨公司」（G4712）。「品牌商」登記的項目多同時涵蓋「成衣製造業」與「布疋及

服飾品零售業」，其營業重心在於推出產品上市計畫，並將產品售予終端消費者，

其中產品的生產則外包予製造商，已非其核心業務。「服裝及其配件批發業」主

要指成衣「中盤商」，其常收購如 OBM 等製造商推出的產品，再將產品供予其

下延伸的夜市、傳統市場攤販等「販腳」。販腳雖然是嚴格意義上的零售業，但

由於其往往未有登記，並且與中盤商之間關係綿密，因此為了研究需要，我將「中

盤」與「販腳」合稱為「批發體系」。「服裝及其配件零售業」涵括了連鎖品牌商

的「服飾專賣店」。另外，經濟部 2022 年公布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

況調查報告》指出，衣著及服飾品佔銷售結構最主要者，除了第一名是「布疋及

服飾品零售業」（88.6%），第二名即是「百貨公司」（36.4%）。衣著及服飾品同時

是「百貨公司」最大宗的銷售商品，因此研究也將「百貨公司」列入考察範圍。

「服裝及其配件零售業」及「百貨公司」兩者合稱為「零售體系」。圖 3 呈現了

上述對象之間的基本關聯，更具體的分工情形將在第四章第三節針對產銷流程考

察時呈現。 

圖 3 台灣本地成衣產銷網絡主要成員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三、研究方法 

產業網絡常由多個互相合作、競爭的成員組成，彼此關係交纏複雜，難以靠

統計數據描述，因此研究主要以質性的方法進行，包含次級資料蒐集、半結構式

訪談、個案分析以及參與式觀察，以捕捉網絡關係與互動的多元。以下分別詳述

這些方法操作的具體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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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級資料蒐集

必須使用次級資料的原因有二，一是許多中小企業對自己的營運表現、生產

資訊未有數據紀錄，因此需藉統計資料、過去的研究和報告協助，掌握產業整體

發展，同時建立對產業足夠的基本認識；二則可減少訪談對象抽樣方法造成的偏

差，同時與訪談所得相互對話。重要的統計資料來源包含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

主計處薪情平台等，提供產業發展的指標數據。除此之外，產業中還有次級部門

的存在，其發展情形通常難被統計數據掌握，因此還需要過去有關的描述性資料，

如柯志明（1993）、柏蘭芝（1993）、金潤泰（1993）、謝國雄（1997）和姚佳君

（2000）等人的研究，提供了 80 年代末期前後成衣業者的重要圖像。 

（二）半結構式訪談

半結構式訪談保有主軸又開放的態度，可供受訪者彈性地提供的資料，產生

獲得意外收穫的機會。訪談的主軸包含但不限於 80 年代末前至今： 

1. 身份與業務的轉變。如 OEM 變成 ODM、品牌商轉為團體服飾訂做、

批發變成代工所等。

2. 員工的人數增減、招募來源、通常的薪資與計價方式。例如過去員工有

20 人，多來自彼此介紹，並以計件、承攬制方式計算薪資，平均月領

8,000 元；現今員工有 10 人，靠社群網站招募，且以月薪制計薪，月領

28,000 元。

3. 主要產品及銷售對象的改變。如過去主要生產丹寧衣褲，並在專櫃自售；

今多生產 T-shirt 銷予中盤商。

4. 設計方法、產銷流程的變化。如設計方法從個人參考時尚雜誌，變為集

體到百貨專櫃考察；生產流程漸不需經水洗染整等。

5. 合作的對象範圍及合作方式。如過去自己完成所有製程，今多將車縫、

釘釦、包裝等程序外包予代工所；以往多將產品賣斷予中盤商，現今改

委專賣店寄賣。

6. 合作對象間是否發生過衝突，以及如何解決。如外包廠商捲款潛逃，選

擇默默吞下；自身週轉不靈，探詢合作廠商延遲給付的可能等。

7. 如何進行研發或是獲取新的技術知識，提高產品競爭力或製程效率。如

親自嘗試不同車縫工法；透過兒女瀏覽購物網站、報章雜誌，得知新工

具的發明並購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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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是否嘗試接受政府和公共機構的補助或輔導，發生什麼效果；如果沒有

是為什麼。如曾參與經濟部中小企業處的培力計畫，成功建立品牌；疫

情期間想申請補貼卻因未有行號登記而作罷。

更進一步的細節，尚會針對受訪者身份以及該下氛圍做調整。訪談過程錄音會經

受訪者同意，若無法取得同意則以手寫筆記。取得同意後所得的音檔，主要藉線

上語音辨識服務，轉化成逐字稿。 

由於我出生成衣家庭的背景，主要抽樣方式是滾雪球取樣（ snowball 

sampling），意即透過人際關係的相互引薦，像滾雪球般從一樣本的推薦找到下一

個樣本，直到累積足夠的數量為止（莊道明 2012）。訪問的全體名單如 

表 1 所示，其分類是以當前最主要的身份為主。因此，雖然有些身份類別

的樣本數看似較少，實則相當豐富。如有不少非現任製造商者，在 90 年代前曾

為製造商。 

表 1 訪談對象及其簡歷 

製造商 

編號 訪談日期 簡歷 

O1 
2021 年 12 月 

10 日 

80 年代末創立女裝 OBM，90 年代轉為 ODM，2000 

年後做 OEM。 

O2 
2022 年 10 月 

31 日 
70 年代創立 OEM，至今不變，主要內銷。 

O3 
2022 年 11 月 

7 日 
70 年代創立 OEM，至今不變，主要外銷。 

品牌 

編號 訪談日期 簡歷 

B1 
2021 年 12 月 

7 日 

70 年代為服裝開發業務，80 年代創立內銷男裝品牌

至今。 

B2 
2022 年 11 月 

1 日 
80 年代前創立 OBM，90 年代起代理國外品牌。 

B3 
2023 年 2 月 

3 日 

80 年代父輩創立女裝品牌，2000 年後擔任該牌總經

理。 

中盤 

編號 訪談日期 簡歷 

W1 
2022 年 5 月 

8 日 

70 年代起創立女裝批發，90 年代後轉為男裝批發至

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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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2 
2022 年 9 月 

21 日 

70 年代為女裝批發店員，90 年代後創立女裝批發至

今。 

團體服飾 

編號 訪談日期 簡歷 

G1 
2022 年 9 月 

5 日 
80 年代創立女裝批發，90 年代後轉為團體服飾訂做。 

G2 
2022 年 10 月 

31 日 

80 年代為家業（運動服訂做）業務，90 年代接掌家

業。 

G3 
2022 年 10 月 

31 日 
80 年代為女裝 OBM，2000 年後轉為團體服飾訂做。 

G4 
2022 年 11 月 

1 日 
2010 年後創業團體服飾訂做至今。 

G5 
2023 年 11 月 

14 日 
90 年代前為 OEM，90 年代後轉為團體服飾訂做。 

其他 

編號 訪談日期 簡歷 

T1 
2021 年 12 月 

10 日 
70 年代家中開設水洗廠，90 年代後接掌家業。 

T2 
2022 年 10 月 

13 日 
曾任布貿易商業務。 

T3 
2023 年 2 月 

8 日 

80 年代起陸續服務於大型代工集團、女裝品牌、紡拓

會，現餐飲業者。 

T4 
2023 年 4 月 

6 日 

女裝設計師，業務範圍包含產品生產，近似個體 

ODM。 

（三）參與式觀察

狹義來說，在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5 月的研究期間，研究者一直身為

台灣成衣業的一員，在 OEM 中從事有關物流及包裝的工作，包含運送、寄發裁

片予工人車縫成半成品；把車縫後的半成品陸續送往水洗、釘釦、整燙等程序；

將整燙好的衣服包裝並出貨至買主手中；以及購買線材、鈕扣、拉鏈等副料的工

作。這協助了研究掌握成衣各階段生產流程會遇到的困難、使用的技術，以及不

同分工組織間所需的協調。更廣義來說，研究者在出生起，便在成堆的衣服中長

大，耳濡目染下掌握了業界內的專業術語，如「嘛嚕啊」代表休閒羅紋 T-shirt；

「前、後片」分別代表不同的裁片部位；「盲縫」則是種隱藏縫線的工法等。 

因此在 2022 年 9 月到 2023 年 5 月的正式研究期間，訪談可以省略許多

關於基本知識的疑問，並用專業的術語直接進行交流。參與式觀察除了確保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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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同時其所累積的相關經驗，還讓受訪者感覺到研究者是「自己人」，而更

願意和研究者「講過去」，進一步共享產業的「經驗」與「記憶」，幫助研究理

解研究對象互動和行為的真實語境。然而，參與式觀察也可能導致研究者的主觀

意識，影響到觀察結果的客觀解讀，這點將透過與不同文獻觀點、統計數據相互

對話校正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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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成衣業的歷史與產銷脈絡 

從研究動機、提問，經文獻回顧到建立起具體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後，即

將進入實質的分析環節。然而為了進行接下來的討論，還需對成衣業有更多認識。

因此，本章將先梳理成衣業在全球及台灣的發展歷程；對於相關沿革有所了解後，

再掌握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的生產、銷售過程，及產銷過程的不同成員分工。 

第一節 成衣業起源與全球化 

「成衣」的誕生距今約一百多年前，自成為一個具規模的產業以來，它就相

當依靠廉價勞動力的使用。其全球化過程大致上來說，就是不斷逐低廉勞動成本

的水草而居，猶如「遊牧工業」。然而除此之外，還受政治歷史因素深刻的影響。

台灣成衣業同紡織業，主要在戰後因為廉價的勞動成本及上述的因素加入 GVC，

並很快地蓬勃發展。然而在後續面對到成本上升等議題時，台灣成衣業開始外移，

走上與紡織業不同的道路。 

一、成衣的誕生 

在人類的歷史中，大部分時期的衣物都是由當地裁量自製，一直到工業革命

前，最普遍的成衣來源仍是二手市場（Druesedow 2005）。當代成衣之所以能夠普

及，有技術與文化因素。1820 年，標準化提供了廉價生產的契機，英尺捲尺的

問世以及美國內戰期間針對士兵的大量統計，發展成了精確的服裝尺碼。但最直

接引發大規模生產的技術創新，是 1846 年 Elias Howe 發明的縫紉機，大幅地

降低了生產成本。雖然此時一些業者開始大量生產了不需要合身裁量的成衣，但

尚未被廣為接受，社會上仍習慣穿著手工訂製的衣服。大量生產的「成衣」，主

要是供給水手、奴隸或軍隊（Garfink n.d.）。成衣產業之所以開展，尚有賴文化及

社會層面的解釋。首先，「時尚」文化逐漸形成，社會對於穿著的標準也漸為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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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Druesedow 2005）；另外，1870 年代的經濟大蕭條，讓男性發現成衣使其毋

須再訂製全套西裝，而可以分開購買現成衣褲（Garfink n.d.）。 

1920 年代，成衣業在美國開始蓬勃發展。此時的成衣業擴張與美國的都市

化與移民潮息息相關。中產階級的茁壯以及歐洲為主的移民，增加了成衣的需求，

並且這些移民也帶來了裁縫知識，同時成為成衣工廠的血汗勞動力。這使紐約在 

30 年代成為世上最重要的成衣生產地，廠商聚集使紐約成衣業可以更靈活的對

市場做出反應；與此同時，百貨公司的興盛使紐約成衣業批發與零售的分化更進

一步發展（Wilson 2005）。美國服飾產業從業人口在 50 年代達到了 140 萬人高

峰；60 年代起，美國成衣業者便踏上了海外生產之路，尋求更低廉的勞動成

（Druesedow n.d）。物流與通訊方面進步在這過程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使得產品

拆分在不同地點生產成為可能。但除了科技進步原因外，還有政治與經濟因素。 

二、成衣業的全球化 

美國成衣業外移是成衣業全球化的重要起源，其與二戰後貿易自由化與冷戰

的背景有關（張逸民 2016）。二戰後主流經濟背景，多認為貿易自由化是振興經

濟的主要對策。為凸顯西方陣營政經制度相較共產主義優越，並圍堵共產勢力的

擴散，美國便以此方針振興盟國的發展。在貿易自由化背景下，缺乏技術與資金

的國家，透過大量外銷換取外匯後進行工業化一徑，被視為步入發展的重要起點

（張逸民 2016）。因此美國選擇引進技術門檻較低、勞力密集的紡織成衣業，到

日本與中南美洲各國，刺激這些國家透過前述路徑工業化的機會。 

在重建日本時，亞洲局勢仍不斷丕變，如中國動盪、韓戰爆發與越南共產黨

崛起等。為避免亞洲赤化，扶植日本的政策被擴大使用到鄰近的東亞各國。由於

看中了進入門檻低、勞力密集的特性，美國將紡織成衣業帶進了後來的新興工業

化國家，扶植當地經濟發展。為了吸納這些國家的紡織與成衣產品，美國還開放

了國內市場，成為了東亞國家紡織品的重要進口國。 

由於日本有較扎實的工業基礎，其平價產品很快地搶佔了美國成衣市場，引

發美國本土成衣業者不滿。為回應國內業者的壓力，美國開始對日本進口成衣設

下配額限制，但這並沒有使本土的業者振興，而是使得原本向日本下的訂單流往

亞洲四小龍。受到配額及同時工資上揚、匯率上升等因素影響，日本業者開始往

四小龍等國家投資，使得相關的技術在東亞之間發生了轉移。獲益於外來投資及

具競爭力的生產成本，使四小龍在 1960 年代取代日本，成為了美國成衣進口主

要來源（張逸民 2016）。 

受不了持續來自後進國家的平價成衣進口，使美國等成衣進口國在 1974 年

要求出口國簽訂「多重纖維協定」（Multiple Fiber Agreement，簡稱 MFA），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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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者能出口到前者的成衣數量。四小龍等國業者因為出口受限，開始轉型或向中

國、東南亞等地投資設廠，利用該地可用的配額。MFA 最初用意雖是保障成衣

進口國的工作機會，但無意間引發了成衣產業在有可用配額地區的蔓延（張逸民 

2016）。WTO 成立後，MFA 在 2005 年起不再適用。成衣產業自此不再受地區

配額影響，得在任何具特定生產效率的地方發揮優勢。 

圖 4 顯示了 2021 年成衣出口額前十大國家。中國作為世界工廠，出口額

排名第一，相當於第二到第八名總和。孟加拉與越南分別位列第二與第三名，同

為供應全球的重要節點。部分國家未具明顯工資優勢卻榜上有名，有兩個可能。

一是如義大利等國，有精緻的手工藝傳統及產業群聚維持其競爭力；二是像土耳

其與西班牙因接近歐洲市場，成為可靈活回應市場需求的生產基地（Tokatli 2008）。 

圖 4  2021 年十大成衣出口國出口額（百萬美元） 

資料來源：WTO 統計資料庫（https://stats.wto.org ，取用於 2023 年 5 月 20 日）。 

第二節 台灣成衣業發展 

在爬梳完成衣業的起源與全球化後，接著再進入台灣的脈絡，分階段爬梳成

衣業發展，其大致上可以分為四個時期。首先，在 50 年代以前的潛伏期，台灣

成衣業還未有明顯的發展，不過卻打下了工業化的基礎；其次，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中的萌發期，成衣業因為政治歷史因素，吸收了外在的養分而萌芽；接著，

0

30000

60000

90000

120000

150000

180000



doi:10.6342/NTU202302469

21 

60 年代末期到 80 年代中期的成長期開始快速成長；到了近代，即 80 年代末

期後至今，則開始面對有關發展飽和需轉型的挑戰。 

一、40 年代中期以前：潛伏期 

即便成衣業與紡織業的技術特質相當不同，應該分別分析，但台灣紡織業實

是成衣業的重要起源。紡織業在台灣的開端，可以追至日治時期，日本政府對台

灣的殖民地工業政策。1941 年，在南進政策的背景下，日資開始在台設立現代

化的棉紡廠（瞿宛文 2008）；同時，因為原物料短缺，日本人將更生紗技術帶到

台灣。這項技術可以將舊的衣布，重新彈製成冬衣布料或毛毯，可視為台灣最初

步的成衣製作（毛樹仁、沈珮蓁 2013）。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日本政府確實替台

灣打下重要的工業化基礎，但因為當時台灣只是日本的殖民地，因此所受到的幫

助，還是有一定程度上的限制，以避免殖民地的工業發展影響到日本本土（瞿宛

文 2008）。 

二、40 年代晚期到 60 年代初期：萌發期 

1948 年起，因為國共內戰的影響，不少紡織廠開始從大陸遷移到台灣；同

時幾年間，國民政府也開始接收日資棉紡廠，進行組織的整合。由於這個時期的

台灣在工業設備、民生物資方面，都因為戰爭剛結束而相當不齊全，因此來自大

陸的紡織廠的機器設備，成為重要的發展資源（瞿宛文 2008）。

縱使這段期間，紡織生產量以倍數進行成長，但其原料與成衣所需的布疋仍

需進口，同時外匯又相當短缺。據統計，1952 年紡織貿易逆差即占當年全台貿

易赤字的 39.3%。因此發展紡織工業，成為該下最有效節省外匯支出的手段（張

忠本 1975）。為在外匯短缺、原料不足的情況下發展紡織工業，政府開始規劃「代

紡代織」的政策，其內容主要是由政府分配美援的棉花，委託民間加工後收購後，

再將收購的產品售給織布廠接著織布，最後所得成品再交給政府配售（瞿宛文 

2008）。1950 年韓戰爆發。美國為避免台灣赤化，大量提供技術與經濟援助，試

圖凸顯共產黨統治下計畫經濟的落後。在美援顧問協助下，台灣紡織廠獲得許多

技術改善與設備提升。1953 年，國民政府展開第一期經建計畫，將紡織業列為

優先發展產業，吸引了許多包含香港等地的僑資投資（張逸民 2016）。據 Gereffi 

與 Pan（1994）指出，這時棉紡織廠主要成品為軍隊與學生制服，一般民眾仍習

慣自行縫補衣物，或是有較富裕者則自行訂製服飾，因此成衣技術尚未擴散。1957 

年，政府解除了許多原本的管制措施，使得民間紛紛投入紡織成衣業，產能擴張

的同時，競爭也開始激烈（瞿宛文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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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年代後期，由於日本經濟低迷，需求下降，遂將台灣作為消化過剩織品

的出口地，加上同時日本棉紡產品出口受到先進國家限制，台灣成衣業趁勢發展，

開始蓬勃外銷。1960 年，政府推動加強成衣出口計畫，同時成立成衣出口同業

公會。在此期間，台灣成衣業者也透過美國連鎖百貨，將產品分銷至全國各地（葉

立誠 2009）。 

三、6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成長期 

1966 年，台灣成衣貿易出現順差（蘇偉哲 2011）。此期間台灣成衣業發展

極為迅速，並且 OEM 的生產模式在廠商之間逐漸流行。1968 年起，紡織成衣

業的上下游體系逐步建立；1972 年，台灣與港、日、韓並列全球四大成衣出口

地。此時的成衣產業十分風光，台灣各地由南到北，都興起了許多利用大成衣廠

餘料加工的成衣聚落。如沙鹿等地利用主要由女性組成的勞動力，搭配當時「客

廳即工廠」的政策，替台灣攢下豐厚的外匯存底（李宜芸 2013）。此期間不只外

銷市場，內銷市場也相當熱絡。由於高速經濟成長，台灣產生大量薪資階級，加

上婦女就業率提升等因素，催生國內平價成衣市場利基，供五分埔等地的小工廠

或工作坊起家，形成蓬勃的在地產銷網絡，將產品銷往各地夜市與攤販（柯志明 

1993；李銘 1994；余舜德、周耿生 2004；黃佩鈺 2008）。  

1974 年，在貿易保護主義興起下，MFA 開始生效。這是由多個主要成衣進

出口國家，就紡織品貿易所簽署的協定。MFA 採用了進口配額的制度，規範了

主要成衣出口國能外銷至主要成衣進口國的數量。這個協定對台灣業者的影響相

當複雜。梁淳淳（2004）認為，MFA 不但未使台灣紡織品出口減少，甚至還帶

動台灣與其他東亞國家的紡織成衣業升級；李隆生（2001）認為 MFA 使得成衣

業發展減緩；張逸民（2016）則認為 MFA 的實施，無法阻止台灣紡織業的快速

成長。無論如何，MFA 確實做為一個契機，使台灣的成衣業開始思考海外設廠

與轉型。 

由於台灣當時國際地位受到動搖，難與先進國家以官方身份針對 MFA 內容

進行談判，因此在 1975 年，政府輔導民間成立了紡織成衣業的公共機構——中

華民國紡織外銷拓展會（以下簡稱紡拓會），處理紡織品國際貿易有關議題；1979 

年，為加強成衣產品外銷，又有出口紡織工業改進委員會成立；另外在 1986 年，

紡拓會創設品牌，使紡織成衣業者產品出口時，只要取得其授權，便可以台灣自

有品牌行銷國際（葉立誠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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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80 末期至今：轉型期 

1987 年，台灣外匯存底突破 500 億美元的同時，成衣服飾出口也在 1987 

年達到了頂點，其後開始逐年下降，由盛轉衰。主流觀點認為這是因為新台幣大

幅升值、工資與土地取得等生產成本提高，使得生產要素比較利益喪失（Gereffi 

and Pan 1994；李宜芸 2013），其他原因還包含成衣業的勞動環境較差，興起的

電子業與服務業因此吸引了更多的就業人口等（鮑文仲 1996；Gereffi and Pan 

1994）。綜上種種原因，最終導致了台灣紡織品競爭力衰退，許多中小型成衣業

者被迫關門。 

1987 年，政府開放海外投資，提出了三角貿易模式，讓許多業者選擇出走

以降低生產成本。這些海外投資地點多在包含馬來西亞、泰國或菲律賓的東南亞，

甚至遠及墨西哥與加勒比海地區（Gereffi and Pan 1994）。雖然事實上，早在 1980 

年代中國改革開放時，便有台商透過在新加坡或香港等地，成立公司投資中國（張

逸民 2016），但正式投入則有賴 1990 年政府所公布的《對大陸地區間接或技術

合作管理辦法》。 

台灣紡織品出口主力原為成衣，但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的三角貿易模

式逐漸穩固，許多成衣業者直接放棄生產，使布疋取代成衣成為外銷主力。90 年

代起，剩下的成衣業者開始第二波對外投資。除要再次降低生產成本外，也與 

MFA 的配額和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 NAFTA）

有關（李宜芸 2013）。國內成衣產量再度減少，且布疋出口又以供給海外生產的

相同原因再次增加；同時，自香港、南韓、義大利和日本等地進口的女裝逐年變

多，增加了內銷廠商不少壓力（鮑文仲 1996）。 

2005 年 MFA 取消，使中國與東南亞國家更能發揮其工資優勢。2006 年，

台灣成衣出口值退出全球前 15 名。2008 年後，台灣成衣進口額開始超越出口

額。據紡拓會《2021 年臺灣紡織工業概況》指出，2020 年台灣是第九大紡織品

出口國，「出口金額為 71 億美元，在機能性、環保紡織品位居全球重要供應地

位」；惟成衣部分則退居第 35 名，成衣業步上了與紡織業大不相同的路徑。圖 

5 顯示了 1981 年後，台灣紡織業產值雖經歷一定程度震盪，但仍保持一水準；

成衣業則在 1987 年達到高峰後明顯一路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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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 紡織業與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歷年產值（千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第三節 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的產銷流程及不同成員職能 

透過前文探討，可知成衣業與紡織業已面臨不同環境。因此在探討成衣生產

流程時，將省略原料在紡織業的形成細節，從成衣產品設計的起點開始。 

80 年代末期以來，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生產流程改變不大。細節雖因不同

產品類型或布種等而有所差異，但大致皆循圖 6 流程生產。成衣製作起點之一

是由企劃人員考量目前流行趨勢、市場接受度和品牌定位後，打造上市計劃或產

品系列，再發想系列之下個別產品的設計；或是省略前步驟，直接從個別產品的

設計出發。在設計過程，設計師需先進行基本的選布、打版與製樣供模特兒試穿。 

在選擇成衣布料時，需要考慮多個因素。首先是材質，如棉、絲、羊毛等，

設計者需根據衣物功能和季節選擇合適材質。另外也需要考慮彈性透氣性，以及

色彩、圖案和手感等視覺和觸覺因素，確保與設計風格相符。打版則是將設計師

的設計構思，轉化為實際產品的重要起點。根據設計圖稿，透過電腦軟體或是手

繪，製作出與衣物各部位，如前後片、袖子、領口等實際大小相同的紙板模型。

依據打版所得的紙板模型，將挑選好的布料依前者的的形狀剪下後，便可以將布

塊縫合，加上鈕扣、拉鍊、織帶等副料後，便成為最初的樣本，供模特兒試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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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特兒的試穿走秀會由相關決策者觀賞，評論市場接受度。若預測該產品市場接

受度低，便會重回設計階段構思；接受度高便會訂下大量生產所需的布料，並同

時將原本的設計樣板，自行或外包修改為方便大量生產的版型，進入大量生產的

階段。 

待布料到齊後，生產過程開始進入最主要的組裝階段。在這之前，需先將布

料據大貨版型裁剪成布塊（即裁片）。大量生產階段的裁剪相較製樣階段的裁剪，

要求更高的熟練技術及精確的操作，才能確保產品的一致。因此手工裁剪已較為

少見，目前多為機械裁剪、雷射裁剪等。裁片按照不同的部位、大小或顏色分類

堆疊整理好後，便可前往車縫成衣的工作。 

進入將裁片縫合成衣服的階段前，需要對裁片進行必要前處理工序，如縫邊、

壓平、開衩、打摺等，以便後續車縫能夠順利進行。接著，車縫工人將按設計要

求，使用相應縫紉機和線材，進行直線縫、彎曲縫、壓腳縫等各種縫紉操作，再

安裝拉鏈、紐扣、袋子等零件。基本上這時已經得出一件能穿的衣物，然而為了

美觀，還需要修剪多餘的縫線，並將縫線收口處理，使成品外觀整潔。 

為了要達到特定感官效果，衣物有可能需要送往水洗廠，進行石洗、砂洗或

酵素洗等工法。這些加工方法會在水洗過程中，將衣物與特定的化學品或材料結

合，以達所需風格效果。如果產品需要染色或印花，那麼更需水洗去除染色過程

中的過剩染料和其他化學物質，確保染色均勻和顏色穩定。當然，沒有上述需求

的產品便不需送往水洗。 

上述不斷加工的過程，必然使衣服充滿皺摺，因此還需要進入整燙階段。根

據領口、袖口、襯衫下擺等部位不同，必須確保整燙壓力、時間、角度和溫度控

制得當。如有必要，還需進行局部整燙或蒸汽燙等。這時衣物已經整潔美觀，可

以進行包裝，以便運輸、儲藏及銷售。包裝往往還需根據產品特性和想呈現給消

費者的印象，選擇合適的方法。此過程完成後即可出貨。 

從上可知，每個分工程序都涉及相當專業的細節，因此需要仰賴各式功能的

代工所，提供特定製程更專業的服務。故成衣生產過程，較少見單一組織獨自完

成的情況，更常見的是將一部、全部產能或製程向製造商、代工所做不一定程度

的外包。如自有產線者常在碰到像水洗等相當專業的需求時，將半成品送往水洗

廠等專業代工所加工；受到委託的製造商可能因為產量不足，將部分車縫製程二

次外包予代工所或是其他製造商。製造商大致上就是透過整合不同生產節點，承

包上述生產過程的角色。 

上述是一般成衣的生產過程，若按產品開發者及銷售通路的不同，可以區分

出零售體系與批發體系的產銷分工模式，如圖 6 上下兩部所示。首先，零售體

系的產銷過程通常由品牌商所發起。由於已大致上拋棄了生產功能，品牌商會將

生產的需求告知製造商，委託製造商生產。在產品生產完成後，則送往品牌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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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的專賣店、百貨公司專櫃銷售。品牌商需要將產品親銷予消費者後，方完成資

金的回收。其次，批發體系的產銷過程通常由製造商所發起，尤其是 OBM。由

於製造商未放棄生產功能，因此會自己包辦從企劃、市場評估到出貨的製程，當

然中間也難免會有分包。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於零售體系中的品牌商，須將產品

親售予消費者，製造商多在產品交付品牌買主，或銷予中盤後就大致完成資金的

回收。將產品販售到消費者手上是中盤或販腳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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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 台灣本地成衣產銷流程及不同行動者業務範圍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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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產銷環境

變化及其因素 

第三章開始進入實質的分析，旨在回答臺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面對的環境，

因為什麼原因而發生了何種改變。在生產方面，本地成衣業因為自 80 年代末後

從業者減少，逐漸出現了不利大量生產外銷的條件；銷售方面，則有賴社會風氣

開放、快時尚等因素影響，使本地生產的必要提升。整體來說，上述兩方面的環

境改變，共構了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內需市場的多元開拓。 

第一節 產銷環境變化 

研究將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的環境改變，分為生產與銷售方面探討。生

產環境的改變，主要有供應斷層的出現，以及規模優勢的減少。這影響了業者經

濟與權力方面競爭力下降，導致成長受限。在銷售環境方面，則發生了時尚週期

的加速，以及生活化的產品訴求，使本地業者生產的壓力及優勢同時增加，並且

也發展出新的設計和生產過程來應付。 

一、後援漸少的生產環境 

本地成衣業原本在有充足勞動力供給，豐沛合作廠商的生產環境，使其得以

承接條件較佳的訂單，並藉規模優勢發展。但在近代，其生產環境卻出現了供應

斷層，並且規模優勢漸少，使業者發展受到限制。供應斷層可分成廠內的人才斷

層，與廠商間的供應鏈斷層。這些影響到了業者即便眼前出現可承接大量訂單，

趁勢發展的機會，也囿於缺乏足夠穩定的產能，只能選擇放棄。並且因為技術方

面的問題，斷層也難被克服。另一方面，對於成衣製程來說，生產少量的產品與

大量的產品，所需人數差異有限。對近代的本地成衣業來說，其接近於使用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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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產品的成本，生產少量的產品，使其規模優勢的發揮不如以往。這不僅降低

了本地成衣業近代的價格競爭力，也使其失去了議價的權力，進而面臨訂單被延

後生產的風險。 

（一）供應斷層的出現

幾乎所有受訪者都認為其產品的生產，在近代遇到相當嚴重的缺工問題，沒

有任何一位受訪者表示其目前合作供應鏈的產能或是第一線的勞工充足。這也反

映在了工作現場的人員組成，相較於早期工人大多是未婚女性（柯志明 1993），

至今已多為祖母輩甚至曾祖母輩的婦女。曾有 O3 抱怨道其新來的代工明明還

很年輕，卻不努力產出，當筆者問起該位新來的代工有年齡多大時，O3 表示「才

五六十歲而已」，這顯示出了本地成衣業工人目前的平均年齡相當高。G2 的話指

出了人才斷層的嚴重性： 

你看ＯＯ他們撐幾年，你去看一下就好了，ＯＯ撐幾年還有誰要接？沒有人，

而且不是說ＯＯ就不做，是裡面的工作成員都老了，沒有年輕的阿。都是阿

嬤，阿嬤阿姨……所以說這個能做幾年。（G2） 

如果持續缺乏新血加入，再如何強調品牌、設計或行銷恐怕都幫助有限，因為根

本沒有人可以進行生產。待目前還在從業的祖母輩女工都不再投入後，恐怕本地

成衣業的生命就正式宣告結束。所幸的是，除了「量」的減少外，勞動力的「質」

未受年齡影響下降。成衣業的基層員工，所需的正式教育要求不多，取而代之的

是強調更多身體經驗累積，因此本地成衣業的勞動力隨著老化，也提高了其生產

技能。例如 B2 指出： 

這跟你讀多少書沒關係，重點是你做越久，越快進入狀況……。東西給你很

快就知道這個是要怎樣怎樣，不用在那邊還要人講，而且上手速度也越來越

快……其實這個要學也是學很快啦，但是有沒有經驗就還是有差。（B2） 

斷層的現象不只有出現在廠內，還出現在整條供應鏈上。例如 T1 表示早期

台灣曾有百餘間水洗廠，然而「現在全台灣加起來不到十間」（T1）；過去 O3 在

工廠所處的鄉鎮級區中，就可以找到裁剪、車縫、整燙到包裝的各式代工所，並

且同個功能的代工所還有相當多家，可供其依照產品精細程度選擇，同時還能分



doi:10.6342/NTU202302469

30 

散產能，降低單一廠商延遲交貨的風險。如今，O3 常常需要跑遍多個縣市才能

將產品完工，並且代工所的選擇大為減少，大部分需要外包的特殊製程，都只能

仰賴單一的代工所。廠商不再具過去的群聚優勢，享有較低的搜尋、物流成本，

而是要付出更多時間在尋找代工、運送貨物。此外，供應鏈的斷層甚至還可能引

發連鎖效果，G3 提供了他的經驗： 

接了（訂單）之後，結果他（原合作的代工所）就收了，也沒講，結果客戶

那邊我就不知道怎麼辦，一開始他們（訂單客戶）是還想說是不是要賠錢，

還好他們說不急沒關係……才趕快問找到一家台南的，趕快送過去，再載回

來這樣。（G3；括號為研究所加） 

因此，即便剛創業的 G4 表示，目前其事業發展正在成長階段，然而發展卻

受到限制。這是因為供應鏈產能不穩定，影響其感到「沒有辦法衝出來」（G4）。

意即承接大單的機會，常囿於沒有足夠穩定的產能供給，為避免訂單跳票只能選

擇放棄。  

面對人才與供應鏈的斷層，紡織業常透過提升製程自動化程度，降低對人力

的需求，緩解勞動力減少的問題，甚至還可以使用產業移工。然而成衣業的勞力

密集程度相當高，因為產品有人體曲線需求，因此始終難以提升自動化程度。儘

管國外有業者推出「自動縫紉機器人」，但其事實上只能處理極簡單的款式，「永

遠不會做婚紗」（Deviceplus 2021）。偶爾也可聽到國內有廠商開發自動化生產成

衣的消息，但實際上「它就只是把兩片布黏在一起，剪一個衣服的形狀」（G3），

缺少針對人體曲線的配合，舒適度不足，因此即便成本較低，自動化的產品也未

在市場上引發流行。 

（二）規模優勢的減少

第二個明顯的生產環境改變，是本地成衣業的規模優勢減少。成衣業在各方

面都相當仰賴規模優勢的發揮。以微觀層面來說，在一件衣服車製的過程，工人

一但對一款式上手，便可以仰賴肌肉記憶，以機械化的方式快速生產。宏觀層次

而言，三件衣服與 500 件衣服同樣都需經打版、水洗、整燙等各種流程，兩者

製程會耗費相近的運送與管理成本，後者因此會較為划算。故即便數字上不精確，

但基本上就像 O2 與 G3 對話過程所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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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件要幾個人工你自己說，一件要幾個人工跟一千件一樣的人。（O2） 

  

一件也是要五個人，從頭用到尾，熨燙釘扣子。後面熨燙，一件他也在

燙，一千件他也在燙。（G3） 

  

因此從業人員的減少，使 90 年代後的本地成衣業者，相當於使用生產大量產

品的成本，生產少量的產品（W1）。單件產品的平均生產成本因此提高，使產

品失去價格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規模除了在經濟上可以帶來明顯優勢外，

甚至還可以提供話語權，從 B3 所說的話可以看出來： 

 

我一款裁下去，三百多件、四百件，我們覺得在台灣（代工廠來說）很好

啊，在大陸那邊（代工廠來說）沒有啊。你就是排在後面的，人家兩三千

件、五千件在前面，我當然是把他們先搞定，我才搞你啦。我們沒有那個

力道去跟他們要求這種事情。只是在台灣生產，我就有話要跟你說啦。因

為台灣你要去哪裡，找比我還產量還多的人。（B3；括弧為研究所加） 

 

Gereffi（1994）曾經指出，成衣業的生產鏈是由買主所驅動（buyer-driven）。意

即大型的零售商、品牌或貿易公司等，相對於代工往往具有更大的話語權，可以

要求後者為了自己的訂單做出更多的配合。但在身為買主的 B3 與代工的互動

經驗中，可以發現「大」這件事，甚至有逆轉買主與代工間權力天秤的可能。許

多買家規模較小，委託較大規模的代工廠生產時，訂單常常被拖延到最後一刻才

生產，甚至是延遲出貨（G5）。這是因為前述微觀層面的原因，1000 件的特定

款式生產，其完成速度實小於 500 件的兩倍。故先完成 1000 件的大單，代工

可以更快地拿到更多的款項。因此規模的減少，對本地成衣業來說相當重要，其

代表的是經濟與權力的優勢盡皆減少。  

然而有趣的是，B3 所說的話也反應了以買主角度而言，在台灣下訂單的優

勢。因為台灣代工規模縮小、議價能力減少，難以像大代工廠一樣，對訂單大小

挑三揀四，而是「有訂單就加減賺」（O2），這也讓台灣可持續被作為一少量多樣

的生產基地。此現象將在第四章第一節有更深入的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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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新月異的銷售環境 

本地成衣業近代銷售環境的轉變主要有二，分別是時間的重要性提升，以及

生活化的產品訴求。成衣市場的時尚週期原為「春夏」、「秋冬」，在半年的週期

下，業者者有較多的時間，處理生產過程碰到的問題；但到了近年，產品交期卻

大幅加速，這意味產品被要求更快地上市，導致業者交期壓力與本地生產優勢同

時增加，以更迅速地應付生產過程層出不窮的問題。同時，成衣市場的需求趨勢，

原本主要強調頂層時尚風格的仿效，但近年則開始更注重大眾化、平價化及生活

化的產品目標。因此，近代也興起了新的設計取材來源，取代了過去大量向歐美

日百貨、四大時裝週的取經，並且產品設計需要向成本進行更多的妥協。 

（一）更快的時尚週期

以前台灣的成衣產品上市，通常可以被規劃為「春夏」與「秋冬」兩季。因

此，業者通常可以預測流行，在今年冬天時，規劃明年春夏的產品；在春夏時，

規劃同年秋冬的產品（O1）。在半年的週期下，業者的生產時程規劃較不緊迫，

對成衣生產時可能碰到色差、破損、污點等問題，有足夠的修正時間，壓力較小。

2010 年左右，台灣成衣市場的時尚週期開始加速至不只是「春」、「夏」、「秋」、

「冬」四季，而是開始推出「週週新品」。受此影響，許多代工都指出現在的產

品交期越來越趕，使其生產壓力明顯變大。例如 O1 過去週休二日，現只週休一

日，有時甚至是半日；並且過往如一般上班族一樣六點下班，現今加班到午夜、

凌晨是家常便飯。 

「新品一出，它可以賣的時間，大概是四週。賣不掉……就是要找有緣人。

那往常八周也賣不掉的，那個就再見了」（B3）。在週週新品的上市計劃下，B3 指

出： 

東西上市了，第一個 VIP（週）的 8 折……通常這時候就會賣掉很多，所以

說你前面這邊如果少兩三款，過了這個折扣時間點，他就要等下一次了，那

下一次折扣一定就會更低嘛，我們實際品牌的利潤就會降低。所以說常常為

什麼就是遲到，比價錢還關鍵一點點？因為你在這個時間點之前賣，多一折；

在這個時間點賣之後，少一折。（B3；括弧為研究所加） 

從這段對話可以看到受快時尚影響，「時間」相較「定價」因素，對於近代本地

成衣業的重要性，有過之而無不及。因為時尚加速，同時也意味著商品更容易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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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幾天就過季。為了趕上上市日期，減少可能的折扣數，許多快時尚品牌會選擇

就近生產，以應付生產過程層出不窮的延遲問題，爭取更精準的上市時間。 

成衣生產時，常會出現如色差等各種問題需要處理。這些問題都仰賴本地成

衣業者與其買主頻繁「會面」解決。雖然有了電話、傳真或視訊通話等管道，甚

至可派員駐海外工廠監督，理論上買主不再需要留在台灣生產，但買主的台北總

部仍難以控制遙遠的海外生產基地。被派員工在海外可能會遇到「誘惑，讓他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B3）。這迫使生產基地必須就近總部，供總部人員親身監督、

協調生產過程，才有足夠控制力道。透過就近生產，買主可以馬上把本地成衣業

者「叫過來，然後討論一下，這個確定嗎？OK！這樣車線這樣可以嗎？你們那

邊這樣執行是不是正確有到位？」（B3）如果執行不到位，「馬上就可以反應」

（B3）。另外，就近生產還方便了快速對熱銷款式進行追加，或是處理售後服務

等問題。追加訂單的數量通常不多，難以排上海外工廠的優先處理名單。而由於

本地成衣業者規模小，追加訂單對其來講也有可能成為大單，因此較不會被拖延

生產。 

（二）生活化的產品訴求

生活化的產品訴求可以分為兩個部分探討，分別對應日常外出的時尚需求，

以及團體活動的服飾需求，以下個別行詳述。圖 7 顯示了時尚不同階段的演化。

在大部分時尚品牌推出產品的兩年前，流行色便由歐美日等國所組成的「國際流

行色委員會」所決定；一年半前，再由潮流公司依據國際流行色委員會指定的顏

色，延伸出風格剪影書籍；一年前，奢侈品牌的設計師開發出相關素材，在歐洲

素材展展示及交流；半年前，再由高端品牌的設計師在伸展台上，發表自己理解

前述元素後開發出的設計（齊藤孝浩 2019）。此時，大部分的設計師與相關業者

才跟隨伸展台上的設計，讓產品在半年後得以問世。 

過往成衣產品訴求，多是強調與四大時裝周或是高端設計品牌的風格接近。

在此背景下，早期許多本地成衣業者都會前往海外考察，其考察對象大部分都是

時裝秀的成果，或是國際高端品牌開發出的產品。但在 2010 年後，市場的需求

開始著重大眾化的流行風格。有鑑於此，近代興起的業者在設計方面，也與過去

也有明顯不同，前者並不直接開發設計，取而代之的是部分選用時裝秀上最有潛

力的設計，以及更多受主流消費者提供的線索啟發（Tokatli 2008）。這某種程度

上是對風險的趨避，因為不一定每個伸展台上的元素都會被消費者採納，有的可

能「太前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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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7 時尚元素演化階段及不同時期設計取材來源 

資料來源：時尚元素演化階段參考自齊藤孝浩（2019）。 

成衣市場一直以來的平價訴求，也在近代被快時尚更進一步地強調。如品牌

經理 B3 管理了兩個品牌，甲牌成立於 1980 年代初期，目標客群是熟齡女性；

乙牌成立於 2010 年代初期，目標客群是輕齡女性。甲牌在設計上，強調了較乙

牌更經典、穩重的設計感，生產上也選擇品質較佳的代工進行生產；乙牌在設計

上，專注在更具週期性及話題性的設計元素，同時首先選擇較為平價的代工生產，

品質維持在可接受的範圍。並且乙牌設計出爐後，在會議上也必須朝方便大量、

快速生產的方向修改，減少不必要的繁華細節，以降低可能成本，維持消費者購

物動機。可以發現對近代成衣產品來說，價格、設計、品質三者中，為了維持前

兩者的平衡，後者會做出較多的妥協。

除了日常外出的時尚需求有所轉變外，近代還產生了團體活動的服飾訂做需

求。伴隨近代社會的演進，團體活動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例如企

業活動、校園社團、體育隊伍、聯誼團體等。隨著這些團體的發展，對於成衣也

開始有了新的需求。傳統上，成衣業主要以生產大量標準化的服裝為主，以迎合

大眾市場需求。然而團體活動的盛行，使人們開始渴望具有獨特性和辨識度的團

體服飾，以展現出團體的凝聚力和身份認同感。簡單來說，團體服飾是指特定團

體成員在參與特定活動或場合時，穿著的統一或相似的服裝。這種服飾通常是為

了展示團體的身份、團結一致的形象或特定活動的主題而設計的。因此團體服飾

在設計上稍異於時尚產品，前者具有客製化的特點，設計往往包含特定的標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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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語或圖案，以展示團體的身份和特色。這使得本地製造業所面對的銷售環境，

有更為生活化的訴求。 

第二節 產銷環境變化因素 

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生產環境的變化，主要與勞動力的供給情形有關。

雖然產業生產環境的變化有關法規、技術等許多因素，然而對於本地成衣業而言，

自 80 年代以前到近代，其因一些原因或作法，使生產環境未受上述因素影響，

而發生明顯改變。相較法規、技術等因素，由於自動化程度始終難以下降，因此

勞動力的減少，成為分析本地成衣業生產環境出現供應斷層，與規模優勢減少的

主軸。較差的勞動條件、現有廠家的解散，使本地成衣業的勞動力不斷流失。另

外，銷售環境出現的改變，則與 80 年代起的社會風氣改變、成衣市場全球化有

關，這使成衣產品的訴求不再只有正式、實用，還必須更具設計美感。到了近年，

成衣市場全球化的影響更為劇烈。快時尚不僅加強了消費者對產品設計的要求，

並且為了刺激消費者購物動機，還引發了本地成衣業銷售環境近年相應的轉變。 

一、鳳毛麟角的勞動力 

生產環境改變的因素，除勞動力供應情形變動外，還包含了法規制度與技術

環境等，以下逐一探討。首先，直觀上最關係台灣成衣業的法規制度轉變，包含

營業稅制、環保法規、勞動法規。台灣許多中小型成衣業者都未有健全的會計部

門，因此早在 80 年代以前，便大多將會計業務委外處理，然而其委外處理帳目

實為可修飾的「外帳」，供政府作為稅基，而非反應營業實情的「內帳」。藉由這

個方式，中小型成衣業者可以迴避營業稅制的調升，至今未變（O1；B1）；甚至

是由於未登記公司行號，未在徵稅名冊之列，根本不必處理（O2；T4）。環保法

規主要影響了水洗廠此類需要排放污水的加工所，例如 T1 的水洗廠原本位於

台北市，後因台北市對環保法規有較嚴格的落實，因此遷移到新北市。其遷移至

今，未受明顯影響而發生改變。勞動法規方面，雖然台灣訂定的最低工資標準不

斷提升，然而自始至今，成衣中小企業業者便透過與員工達成口頭上的「承攬契

約」，迴避勞動法規管制，這點將在後續進一步說明。因此，法規制度即便有發

生改變，其影響多發生在 80 年代末期以前，至今延續，或是根本未造成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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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是技術環境，大部分業者的生產流程從 80 年代便已形成圖 6 模式，

發展至今未有明顯變動。相關技術進步多發生在 80 年代末期以前的專業代工所，

例如許多裁剪社在當時開始使用電腦、機械或雷射切割裁布，手工裁剪方式由於

時常發生數量誤差、較多的布料浪費，而漸被淘汰（O1）。對於最主要的車縫工

作而言，其實也有機械設備的更新，例如偶有老舊的縫紉機被替換。但就像 

Nayak 和 Padhye（2015）所說，成衣業的自動化程度遠不及它業，其機械設備

進步主要反映在減少有限的成本耗損，及有限的效率改善。例如舊式拷克機3在

階段工作完成後，常需用腳輕踩踏板，將末端的線頭剪斷，新式拷克機可以減少

此步驟自動斷線。除此之外，機器的操作方式與勞動力的投入程度幾無差異。另

外，有業者透過購物網站購入自動修線機，確實使原本的修線工作大為減少（O2），

然而修線也只是成衣生產流程中的冰山一角，對於產業整體帶來的影響有限。 

可以發現有限的技術進步，使成衣仍維持高勞力密集的特性，因此分析本地

成衣業生產環境的主軸，仍在於勞動力的供給情況變動。在 70 年代到 80 年代期

間，台灣成衣業經歷了快速成長的繁榮時期，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有許多來自

鄉村的年輕女性，到了都市後的第一份工作，便是透過親朋好友介紹，進入成衣

廠成為負責車縫的基層工人（O2；T1）。台灣成衣業受僱員工數因此迅速增加，

在 1985 年達到了巔峰，約有 22 萬人從事這個行業。然而之後不久，成衣業受

僱員工數卻急劇下降。僅僅六年後的 1993 年，這個數字直接減少一半，僅剩下 

11 萬人。到了 2022 年，成衣業受僱員工數更是只剩下 34,748 人，相當於 1985 

年的 16%（圖 8）。 

在 1990 年，雖然紡織業以及製造業的薪資水平已突破二萬元，但成衣業仍

在一萬餘元（圖 9）。一直以來，成衣業的薪資水準都不如紡織業及製造業全體，

並且與製造業差距逐漸拉大。2021 年，成衣業的每月總薪資為 38,932 元。然而

需要注意的是，主計處的受僱人員員額及薪資的統計範圍，很可能不包含大部分

的工人。即便勞動部規定「以計件為要件，且受管理、指揮、監督，訂定之勞動

契約，不視為承攬」，許多負責車縫的工人都還是被視為採用「承攬契約」的方

式，論件計價。在「承攬契約」的想像下，工人們並非「勞工」，反而接近於產

品的個體承包商，只是因為借用工廠的器械生產，所以看起來像是雇工。因此，

真正的成衣業從業人員應比統計的還要多；同時，實際平均薪資也比統計的還要

少。然而即便計入了上述承攬契約型態的工人後，台灣成衣業的從業人員變化還

是會呈明顯的減少趨勢，這可以在第四章的分析中得知。 

3 拷克機顧名思義即處理拷克流程的設備。拷克即用線包裹布邊，防止布邊脫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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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8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歷年受僱員工數（人）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薪情平台（https://earnings.dgbas.gov.tw/query_payroll.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圖 9 製造業、紡織業與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歷年每人每月總薪資（元）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薪情平台（https://earnings.dgbas.gov.tw/query_payroll.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究受僱人員大量減少的趨勢原因有二，首先是成衣業的勞動環境與條件較差。

進入 80 年代，台灣的產業結構發生轉變，電子業及服務業正高速地發展，其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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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工作環境較佳，提供的薪資水平比成衣業高，還被視為具有更好的發展前景。

因此，「現在沒有人要學車衣服了」（O2），更多的工人選擇了進入電子業和服務

業，而非成衣業（Gereffi and Pan 1994；柏蘭芝 1993）。即便並非第一線的工人，

G2 深知成衣工人刻苦的勞動條件。從他的兩段話中可以得知，成衣業較差的勞

動條件，主要反映在高工時、低薪資所得與身體的勞苦上： 

你問那些員工一個月有沒有賺兩萬，不一定賺得到兩萬。你再多一倍四萬，

坐整天，早上七點進去，晚上七點才下班，一個月做 24 天，才休四天，四

萬有貴嗎？沒貴阿。（G2） 

是阿，大家都認為做衣服很輕鬆，坐在那邊而已，其實一件衣服要翻來翻去，

大家每一個人都是職業病耶。這裡痠這裡痠，我都常常被人家笑，我說賺不

多錢啦，賺來買藥膏來貼。（G2） 

由於需要進行長時間重複性的車縫工作，休息時間不足，導致工人在身體與心理

將康方面都承受壓力。此外，G2 可能還對真實所得數字稍有保留。據部分願意

告知的受訪者表示，負責車縫的基層女工近年的平均月薪範圍，約在 8,000 至 

12,000 元左右（O1；O2；G4）。這導致台灣成衣業者連較平價的外籍勞動力都難

以招聘，因為外籍產業勞動力基本上還受基本工資保障（G2），而成衣業難提供

與基本工資相同水準的薪水。 

受僱人員大量減少的第二個原因，則是自 80 末期開始，台灣工人的薪資提

高，逐漸不具生產成本方面的競爭力，因此許多業者開始將生產基地移到勞動力

更為便宜的中國或是東南亞國家，進一步關閉在台灣的工廠（柏蘭芝 1993），本

地的雇工當然也隨之被解僱。時至今日，成衣業亦時常傳出本土品牌商結束營業，

或是營運不良的新聞（林依榕 2022；吳妍 2019）。即便未結束營業，也有可能

規模大為縮小，員工同樣大為流失。例如 90 年代前，曾經在百貨公司有 40 多

個專櫃的 B2，至今只剩下十幾個櫃位，因此不再招募員工，而專注在「怎麼倒

的漂亮」（B2），即開始規劃如何將事業做結尾，不拖欠員工和合作廠商的薪資或

款項。除此之外，也有大量不為人知的 OBM 縮小規模或歇業，因為知名度低不

為大眾所知（O1；G1；G3；T1）。 

簡而言之，因為較差的勞動條件、薪資待遇使人員流入減少，而現有廠商的

解散或是規模縮小，則使人員流出增加。少進多出下，形成了成衣業受僱員工數

劇烈下降的趨勢，造成了供應斷層出現，以及規模優勢的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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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更開放的需求趨勢 

銷售環境的變化因素主要有社會風氣的改變，以及台灣國內成衣市場的國際

化。過去觀念中，外出衣著必須具有一定的正式性，如衣領便是一正式性指標，

「沒領子就是沒禮貌」（G1），並且「不會有人穿著 T-shirt 走在路上的，那就跟

穿衛生衣走在路上一樣」（G3），穿無袖背心或破壞風格的牛仔褲出現在公開場

合，更可能被認為是冒犯的行為。然而在 1988 年「Hang Ten」、1992 年「Giordano」

等休閒服飾品牌相繼來台設櫃後，也與解嚴、政黨輪替等政治事件有關，這個觀

念開始有所轉變（葉立誠 2002）。受到國外品牌引進的運動風格影響，台灣成衣

消費者開始能接受在公開場合穿著休閒服飾。「舒適」的重要性開始可與「正式」

匹敵，對於產品也開始追求平價、大眾化及生活化，而不再只有強調「西裝革履」。 

圖 10 顯示自 80 年代末期開始，針織成衣內銷量迅速地超越了梭織成衣，

這呼應了上述所說的衣著觀念改變。梭織與針織布料的主要差異在於編織方式。

簡單來說，布通常是由紗線編織而成，而梭織與針織就是兩種不同編法。梭織即

是「穿經投緯」，即將直向經紗分別區隔成上下兩組後，再使用「梭子」牽引緯

紗來回之間，使紗線大致成「井」字般組合成布；針織則是使用織針勾出紗圈後，

再將紗圈相互串套成布，布紋會看似多個「V」的組合（黃玲娉 2018）。由於梭

織結構具有較多交接點，因此會較為堅挺、耐磨；反之，針織結構則具有較佳的

彈性。因此，前者多適合用於西裝、襯衫、外套等產品；後者則適合用在 POLO 

衫、T-shirt、內衣著等。可以粗略地感受到，梭織產品較為正式、複雜，且價格

往往較高；針織產品生產較為簡易，並較為平價。事實上，生產梭織產品的工人，

也被要求具備更高階的技術能力，故薪資往往較梭織工人還要高（B2；G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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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0 梭織與針織成衣歷年內銷量（千打）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針織成衣內銷量超越梭織成衣的現象，顯示休閒服飾的需求超越正式服裝。

受此影響，成衣產品開拓了在實用性、品質外的競爭領域，僅僅是較為細緻、正

式的產品已不足以再吸引人，而是必須更具設計品味與美感。例如 G2 就表達了

其父親投入成衣業的機緣： 

當時的愛迪達啦、Puma 的興起……。興起以後造就台灣的運動服裝業的興

起，那時候運動服沒人在穿嘛……，那是剛好外國品牌引進台灣的時候，所

以才興起台灣廠商開始製造運動服裝。（G2） 

在此風潮下，G2 的父親「發現說要請設計師去香港、去日本走一走，參考人家

外國樣式，然後再回來改進」（G2）。 

有賴解嚴等政治事件，社會風氣更為開放，公私部門活動亦趨蓬勃，團體服

飾訂做的需求逐漸提高，成為台灣成衣製造業者的市場利基。例如 G3 表示曾經

存在的大學制服取消，引發了各系所訂製專屬系服的契機；G2 則表示其客群涵

蓋「社會人士、社會團體、社區團體啦，政府辦活動團體啊」（G2），是源於 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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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活動就多嘛……，國家辦活動，我們是不是廠商就有生意可以做了？

（G2） 

團體活動舉辦與本地成衣業者營業表現的關聯，在 2020 年新冠疫情爆發之際更

為明顯，G2 進一步說： 

政府活動減少，我們的生意就會有減少，應該這樣解釋。或是社區活動減少，

我們的生意會比較差這樣。你說疫情剛開始的時候，所有的政府活動取消，

那我們就沒生意啦。應該這樣講，所以我們的生意著重於社會活動。（G2） 

更為多元、開放的需求趨勢，又在至今快時尚風潮的推波助瀾下越趨明顯。

儘管詳細因果機制並不清楚，但快時尚的形成，可能與資訊科技進步有關。透過

可更快傳遞的媒體技術，大眾獲知伸展台作品的時間大為縮減，引發人們渴望可

以更快地被時尚所服務（Winterman 2009）。這份渴求又正好被先進國家買主發展

出的供應鏈快速回應能力滿足（Bhardwaj and Fairhurst 2010）。在供需條件具備

後，快時尚風潮很快地在先進國家於 90 年代末期興起，2008 年後進入日本（齊

藤孝浩 2019），隨後到了台灣。 

快時尚強調使消費者衣櫃進行頻繁的汰換，故此風潮下延伸出兩個相關策略。

首先，產品價格要維持平價，才足以維持消費者頻繁的購買動機。也就是說，快

時尚品牌的設計師即便開發出精美、華麗的設計，也必須向成本及時間管理方面，

進行更多的妥協。其次，為了刺激產品銷售量，設計話題要不斷更新，並且要更

易為大眾所接受。因此，相較傳統時尚崇尚頂層風格，快時尚則更為著重由下而

上的影響。為了配合此潮流，近代興起的業者雖然也會參考時裝秀或同業作品，

但只會部分參考，其更多考量的是市場篩選後的結果，觸及更接地氣的時尚。如 

Zara 的設計團隊除了理所當然的參觀時裝秀，甚至還會考察大學校園、夜店等

場所（Leslie et al. 2014）。快時尚不太在意「隨波逐流」、缺乏特定精神風格的批

評。大量借鑑市場偏好的設計元素，同時又更為平價的結果，使其更為當代消費

者所青睞。 

以國際快時尚指標品牌駐台而言，快時尚大約在 2010 年後開始影響台灣，

如 Uniqlo 第一家台灣門市開設於 2010 年；ZARA 是 2011 年；H&M 則為 

2015 年。此時間點呼應了台灣本地成衣業銷售環境自 2010 年起，時尚週期的

加速，以及更為大眾導向的產品需求趨勢。總結來說，台灣成衣業的銷售環境轉

變，除了受國內社會風氣影響外，也與國內成衣市場全球化息息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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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小結：內需市場的多元開拓 

從圖 11 可以發現在 2009 年前，台灣成衣業產值波動與外銷值起伏幾乎一

致，也就是說外銷價值的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了台灣成衣業的產值。大部分的業

者都是外銷業者，大部分的產品生產也都是為了外銷。然而內銷價值在 2009 年

開始超過了外銷，產值也在同一時間開始，主要由內銷所貢獻。內外銷的角色發

生了逆轉，與前述提到台灣成衣業生產和銷售環境改變有關。 

圖 11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歷年生產、內外銷價值（千元）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由於 80 年代末後明顯的人才斷層、供應鏈萎縮，使成衣業生產方面規模優

勢失去，導致成衣業外銷競爭力大為下降。除此之外，內銷方面當然也受到規模

優勢減少影響，成本提高，更難與進口產品競爭。第一章曾提到，台灣成衣業的

進口值自 2003 年的 7.7 億美元，成長至 2023 年的 21 億美元。然而，內銷產

品的生存空間卻未被消滅，從圖 11 可以發現其似乎維持一定程度的基礎。數據

上來說，相較 2022 年外銷值僅存 1987 年高峰的 7.6%，2022 年內銷值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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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年高點的 47%。上述數據可以推論，本地生產的產品一定具有價格以外的

優勢，足以克服進口產品的價格競爭，例如更容易掌握生產流程，使得交貨時間

更為精準等。而團體服飾訂做與快時尚的需求，注重了上述方面的特點。 

首先，在 1980 至 1990 年代，政治風氣越趨開放，使得社會活動開始蓬勃，

產生團體服飾訂做的需求。其需求有一些特性，包含客製化與即時性。團體服飾

通常需要為了不同目的客製化，例如團體形象、活動主題或活動需求等，進一步

提供不同的布料及版型。另外，對於團體活動來說，時間常是一關鍵因素。團體

服飾訂做需要能夠快速且有效率的生產和交貨，以確保在活動前獲得所需的服飾。

其次，2010 年前後，受快時尚影響，台灣的時尚週期加速，商品更容易因幾天

的延遲上市便過季，導致折扣數增加。為避免商品過季影響賺取的利潤，受快時

尚影響的台灣成衣品牌，開始對「時間」做更多要求。而不論是團體服飾或是快

時尚成衣產品，會延遲上市的主要原因，往往來自生產過程中層出不窮的問題。

這些問題都仰賴生產管理人員和代工之間，親身且頻繁的協調解決。因此，團體

服飾訂做業者，及受快時尚影響的台灣本土品牌商，其很大程度的產品必須選擇

本地成衣業者生產，使本地成衣業者的內銷市場有多元的開拓。 

總結來說，外銷市場是本地製造業早期的發展動力，而 80 年代末後的人才

斷層和供應鏈萎縮，導致本地製造業的產品競爭力下降。雖然面臨進口產品的競

爭，但本地生產的產品因為價格以外的優勢，仍具有一定的內銷潛力。團體服飾

訂做市場在此背景下崛起，因其能滿足客製化和即時性的需求而受到重視。另外，

本地成衣市場還受快時尚影響，對生產效率和交貨時間有更高要求。以上種種驅

使了團體服飾訂做和本土品牌商，選擇在地製造業者代工生產，替後者開拓了多

元的內需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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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台灣本地成衣產銷網絡近代的動態 

在掌握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近代生產與銷售環境的改變及原因後，研究想

更進一步探詢的，是以本地成衣業者為核心所組成的產銷網絡，如何對此做出回

應，並影響本地成衣業者可能的升降級。因此第四章會先探討網絡的結構整體有

何重組情形，以及網絡內部成員彼此間的關係互動，接著觀察有關的重組及互動

如何影響網絡的能力取得，影響其可能的升降級情形。 

簡單來說，面對近代生產環境出現的供應斷層以及規模優勢減少，本地產銷

網絡整體做出較一致的回應，持續發展次級部門並將斷層縫合，保留了很大部分 

80 年代末期前的網絡結構，以及彈性生產能力。另一方面，面對銷售環境出現

的時尚週期加速、需求趨勢的改變，網絡則做出了較分化的回應，除部分轉變了

設計的取材來源、投入不同的銷售體系外，大部分則維持銷售環境未轉變前的設

計與銷售方法，導致網絡整體在高階能力的獲取方面有所得失。 

為了分析網絡間的成員互動，本章會頻繁使用到買主——代工的關係。買主、

代工分別指提供訂單者，以及承接訂單者。此關係主要存在品牌商與製造商間，

但也存在設計師、創業者與製造商間，以及製造商與製造商之間。即買家有可能

是設計師、創業者等小資本買家；也有可能是發包給 OEM 時的 ODM、OBM 等

製造商。當然，國家與其代理人也是產業網絡的一員，然而研究沒有觀察到其對

產業近代的環境改變，做出廣泛且積極的回應，因此將另立章節說明其角色。 

第一節 網絡對生產環境改變的回應 

在第三章第一節，研究發現本地成衣業在 80 年代末後，生產環境主要因為

與勞動條件不佳，及許多廠家歇業的因素，使從業人員大為減少，進一步影響到

供應斷層出現，以及規模優勢下降。為了應付此現象，本地產銷網絡中的成員開

始調整彼此的合作關係。從廠間層面來說，在過去網絡中的代工充足時，買主可

以像免洗筷般，頻繁汰換未符合期望的代工；到了近代代工缺乏，買主便開始接

受代工的不完美，待其能力提升並培養彼此默契，以縫合供應斷層。廠內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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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業者願意提供勞工更佳的計薪方式，留著人才。另外，雖然許多廠商解散，

但網絡成員間彼此的連結未受影響，依舊維持。因此，在賺取「人事管銷」租金

的動機下，有心者仍然可以組織、串連起非正式的次級部門，協助產業保留產能。

以上種種面對當代生產環境改變做出的回應，使本地產銷網絡仍然保留了彈性生

產能力。 

一、一讓兩有：供應斷層的縫合 

80 年代末期前，本地的製造業者、代工所等代工充裕時，品牌商等買主得

在初次和新結識的代工合作後，發現代工品質或速度未能符合其標準時，迅速將

其汰換，因為還有很多其他的代工可以接替（O1；O2；G5）。然而到了近代，由

於供應鏈斷層越為明顯，網絡中可供買主選擇的代工數量減少。買主再也不能像

過去一樣將代工視為「免洗筷」，若未達心目中標準便將其淘汰，因為代工已經

變成一種珍稀資源。例如 B1 表示，在過去只要代工品質「不好的就會淘汰」（B2），

但面對近代的情況，其卻這麼說： 

慢慢都是會教他們啦，不會說一下子就給他們不要，……就會跟他講說你哪

裡要改哪裡要怎樣……，不是說阿你一下子要給他怎樣怎樣，其實都不是，

你慢慢跟你公司搭配……默契慢慢就會產生，你這個公司的品質要求到哪裡，

要怎樣要甚麼的，大家都有一個默契，其實這種東西喔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都是長期下來。（B2） 

品牌商 B3 也表示如果代工東西做錯，情況不嚴重，往往也「就算了」（B3）。

可以發現，買主需開始接受合作的不完美，透過輔導有意的培養代工。從上述對

話便可以理解，明明買主與代工之間是平等的合作廠商關係，但為何許多買主卻

會用到「養」代工的說法（B1；B2）。這似乎看起來相當具有「人情味」，然而

不能忽略的是，買主其實也是為了在供應鏈萎縮時期，能有長期穩定的產能供給，

不是只有人情的運作。縱使如此，還是可以從代工 O2 與其買主對話過程，窺知

此依存的感受是雙向的： 

他今天沒有東西進來，我們沒得做，他也沒生意賺，所以說這是相輔相成的

東西。（O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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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廠商間的互動，旨在共同縫合供應鏈斷層。將視角從廠商間轉往廠內的

勞資關係，也可以發現縫合人才斷層的行為。為了在年資老化、員額流失的勞動

力市場留住工人，有業者開始讓工人選擇可以成為「吃月仔」（G5），即自計件制

改為月薪方案。談到提供月薪方案與計件方案給員工選擇的動機，G5 這麼說： 

就少賺一點啊，互相體諒啊……主要是現在沒人要做，留住人比較重要，你

現在要去外面找人也難找。重點是……他們會比較穩定啦，比較留下來，不

然他們走了，我根本沒辦法運作，這樣就更嚴重。（G5） 

由於本地成衣業一直以來，幾乎都是採用計件制計薪，因此這是個有意義的突破。 

B2、O2、G5 的話，都可以明顯反應出行動者主要考量了「利益」前提，但

也反映出面對艱困經營環境時，合作關係產生的「人情」。呼應了廠商是在經濟

關係確立後，再輔以社會關係鞏固的說法（柯志哲、張榮利 2006）。 

總結來說，80 年代末期前後，本地產銷網絡面對供應斷層出現，所做的主

要縫合大致如圖 12 所示。在圖 12 的左半部可以發現 80 年代末期前，由本地

製造商、代工所所組成的代工數量充沛，因此品牌商為主的買主，在淘汰不符期

望的合作關係後，仍有其他合作對象提供產能；80 年代末期後，代工所與製造

商等代工數量減少，因此品牌商等買主的要求標準，必須在初期有所退讓，避免

產能的流失。透過對要求標準有所退讓，代工與買主之間的生計皆得以維持，是

為「一讓兩有」。 

圖 12 本地產銷網絡供應斷層縫合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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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隱形要角：次級部門的發展 

相對於「主要部門」（primary sector），「次級部門」（secondary sector）是

指在分散式的生產網絡中，較不被法規所保護的群體，其存在的條件大多是為了

規避工資規範等勞動法規，以處理較不穩定的訂單（Brusco 1982）。在以下分析

中，將討論本地成衣產銷網絡近代的次級部門發展情形。 

從圖 13 可以發現 1996 年時，成衣業企業單位數共有五千多家，未滿五人

者大約在二千家多一些；到了 2001 年，即便整體企業數大為減少至四千間左右，

五人以下企業卻不減反增；時至最新公布的工商普查數據中，2016 年的成衣業

單位數已降至三千多家，五人以下企業仍佔了兩千多家，明顯過半。透過前章探

討指出由於 80 年代末後，台灣成衣業供應鏈的萎縮、人才斷層的現象，導致外

銷優勢連同規模優勢失去，可以理解整體家數的變少，是因為許多廠商的解散。

有趣的是，許多廠商的解散同時，卻意外地讓生產管理人才從原本的組織流出。

由於這些人才的業界人脈、管理技能、生產知識仍然保留，使他們還是可以找到

合作廠商，形成「微型 OEM」，繼續接受代工委託。品牌商 B3 就表示： 

很多新的……小小型代工……他就一個人來接，……他自己知道認識一些人，

可以幫他做出來，這種還蠻多都找的到。……現在就是陸續有人收嘛……，

他們原本都有配合的廠商。（B3） 

這有關為何成衣業受僱人員減少的同時，五人以下營業家數卻微幅增加，以下用

兩個案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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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3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按規模歷年家數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各年度工商普查。 

之所以會有人願意從事組織生產過程的工作，來自於整合生產過程，可以產

生大部分業者稱為「人事管銷」的租金，這成為本地成衣生產網絡得以延續的原

因之一。以 G2 為例，在 90 年代前，G2 有自己的成衣產線，完成從裁剪到包

裝的所有流程，員工約有 80 人。但在 1999 年後感到負擔過重，因此 G2 一口

氣解散了所有工人，全部外包給「一條龍」業者，自此成為單純下訂單的買主。

然而不久後 G2 又發現全部外包的訂單費用相當昂貴，其因此改成將各製程分

開外包，自己進行整合。具體來說，G2 首先會親自運布到裁剪社，再從裁剪社

載裁好的布塊給車縫代工所，待車縫完成後再依序將衣服載到釘釦、整燙、包裝

等代工所，以親自進行製程的整合賺取「人事管銷」的費用，符合了前述微型 

OEM 的敘述。 

曾作為 OBM 的 O1，在 90 年代營運巔峰時期，曾有正式員工二十餘人；

到了 2000 年代後，面對市場衰退及營運失誤，其放棄了品牌的經營。由於許多

成衣製程都可以藉代工所分包，透過保持舊識的分包網絡，O1 的員工除了自己

外只剩下一人，也符合了前述微型 OEM 的敘述。惟其所說的一人，實是指有勞

健保登錄在案的正式聘用者，如果將範圍擴及承攬制工人，實際上有六人左右。 

另外，O1 還展現了本地生產網絡，可以藉次級部門發展延續的第二層原因，

即微型 OEM 招募工人的獨特條件。首先，O1 其雇婦女大多承擔一定家務，有

些人需要中午回家煮菜，有些人需要接孫子放學。在 O1 的微型 OEM，缺少了

許多制度規定，使她們獲得相當大的自由，這一定程度上可以被視為缺少正式僱

傭關係保障的補償。再者，O1 知道組織這些女工的有效方式。不同許多上市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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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代工集團，O1 招工的方式是使用地方電台廣告以及報紙徵人，這更容易被其

鎖定的族群獲知。並且其所雇工人們在地生活活躍、人際網絡綿密，也擅長口耳

相傳其工作機會，讓需求接近的婦女成為同事。 

上述案例中，G2 合作的對象半數以上，都是未具公司行號登記的「次級部

門」。其餘的合作對象即便有登記在案，內部員工也多為「承攬制」雇工，不具

勞健保身份或是最低薪資保障。O1 同樣與多為「次級部門」的代工所合作，並

且其本身即因多數員工缺乏勞動法規保障，可以被視為「次級部門」一員。G2 與 

O1 的正式員工人數都未滿五人，並且都透過在廠內、廠間組織次級部門，來進

行生產工作，成為了本地產銷網絡的「隱形要角」。透過上述兩案的分析，可回

答為何台灣成衣業受僱人員減少的同時，規模五人以下營業家數卻微幅增加；並

更進一步發現規模未滿五人的企業增加，與次級部門發展的關聯。 

 圖 14 以一個製造商的解散為例，總結了上述過程，說明微型 OEM 本身如

何組織，並進一步組織串連起次級部門。一般來說，以品牌商為主的買主往往委

託製造商代工生產，製造商通常會有廠內的工人處理生產訂單，並且與代工所合

作，處理廠內無法完成的製程。當製造商解散後，其員工隨之被遣散。然而在賺

取生產整合租金的動機下，前員工透過獨有的方式，組織起社區中的中高齡婦女，

以及原本合作的代工所，繼續承接買主的訂單。透過比對圖 14 的左右半部，可

以發現被遣散的員工其角色功能，幾乎與解散前的製造商無異，因此形同了「微

型 OEM」。 

 

 

圖 14 微型 OEM 與次級部門之組織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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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網絡對銷售環境改變的回應 

在前章第二節，研究發現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步入近代，面對的銷售環境主

要因為國內社會風氣改變，以及快時尚的影響，時尚週期開始加速，並更強調生

活化的產品訴求。針對這個轉變，本地成衣產銷網絡做出了較分化的回應。以本

地成衣製造業為主的成員，未警覺到時尚導向的轉變，做出積極的回應，或是發

展相應的設計方法，只有以品牌商為主的成員據此作出相應的行動。後者主要透

過投入零售體系，來掌握大眾的口味變化，並獲得透過價格控管，操作品牌形象

的空間。這使銷售體系的營業額在近代逐漸超越批發體系，成為成衣產品的主要

銷售管道。 

一、強度減少的跨領域交流 

台灣成衣業基本上已經在生產方面具備的足夠的技術。因此後續精進的課題，

大多是在設計方面。一開始，業者所進行有關設計方面的努力，便是從「逆向工

程」開始（B1）。「逆向工程」的第一步，也就是透過購入來自先進國家的時尚品

牌，或是其他值得效仿的、熱銷的產品，將其縫線拆掉後，肢解成為不同的裁片

後，得到其版型；接著，將其版型進行複製後，做不一定程度的修改、重組或是

仿效，得到生產的藍本，開始大量生產。 

有關產品外觀設計等美學方面的技術進步，一般來說被認為是屬於「象徵知

識」的範疇。但在「逆向工程」的方法下，可以發現多是應用與「合成知識」方

面有關的技術能力，意即透過應有現有的知識技術，透過重新組合、拼裝，使原

有的技術發生不一樣的形式改變，來達成創新。然而有些業者可能是因為直接抄

襲、或是只有小幅的修改、低程度的重組，使該時期的「逆向工程」方法，招致

缺乏原創性的批評。 

隨著台灣成衣業高速的蓬勃發展，業者們普遍開始累積足夠的資本，供其前

往海外考察，這個現象發生在 80 年代末前，幾乎所有不論大小的業者身上。當

時的風氣之盛，甚至引發旅遊業者會在國際時裝秀即將舉辦時籌團，將報名資訊

傳真予成衣業者，供其報名（O1）。義大利、法國等歐洲國家、美國和日本，是

業者主要的考察國家。業者考察的對象包含上述國家的百貨公司專櫃、高級品牌

的櫥窗、在全球業界佔指標性地位的時裝秀等等。除此之外，在直接觀察成衣產

品設計之餘，台灣成衣業者還會參考許多輔助設計來源，例如購買由位處時尚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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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區域，像是巴黎、米蘭、倫敦、東京或紐約等地，時尚潮流分析公司的設計書

籍。這些書籍在台灣通常無法取得，因為台灣的時尚產業發展不如時尚核心地區

成熟，未具有明顯的「魔法圈」（magic circles）。簡單來說，「魔法圈」指時尚核

心地區中，提供時尚產業發展的隱形基礎設施。在「魔法圈」中，常發生許多正

式或非正式活動，提供品牌設計師間交流互動的機會；時尚評論媒體業、行銷顧

問業、潮流趨勢分析業等行動者的存在，協助了製造商、品牌或設計行進行更明

智的決策（Dunford 2006）。此外，「魔法圈」中更重要的是還有許多非成衣相關，

但卻和美學高度有關的產業，例如珠寶設計業、家飾業、鞋業等，幫助了設計師

進行跨領域的考察。而跨領域的考察，正是象徵知識的重要合成動力，刺激設計

師能發想出更具創意的款式。 

台灣成衣業者前往時尚核心地區的考察過程，透過購買先進時尚趨勢分析公

司所供的潮流書籍、考察不同美學產業的設計，解決了台灣本身時尚基礎設施不

足的問題。例如 O1 在 80 年代末前，所雇的設計師在結束海外考察回國時，往

往帶回不僅大量的衣服、在台灣未能購得的時尚風格剪影書籍，甚至還有許多家

具、飾品、藝術品等。其設計師不乏藉這些非成衣產品得到靈感，轉化成設計後

受到市場高度歡迎的案例（O1）。另外，台灣旅行社提供的服務，也意外提供設

計師或相關行動者交流的暫時群聚空間。例如 O2 曾透過參與旅行社籌組的米

蘭時裝秀考察團，在機上與一布料商發生交流，並在回台後延伸出長期合作關係。 

然而在 80 年代末以後，以本地成衣業者為主的群體，前往海外考察的次數

大為減少，只剩下品牌商較有維持。O1 在 2000 年後，沒有進行過海外考察；

B1 過往每季甚至每月都會親自帶設計師前往東京，在 90 年代後數年才舉行一

次，且 2005 年後不曾舉行；G2 在 80 年代時，一年會前往歐洲考察一次，2000 

年後沒有再出過國。其原因可能有三，首先受產業發展的前景影響，製造商停止

大量產品開發，因此減少了出國考察的必要，只有品牌商還有較多開發需求（G2；

G3；B3）。其次，90 年代前，國內市場並沒有豐富的外國品牌進駐，因此許多高

端時尚設計都要前往海外才能看到。80 年代末後，開始有豐富的國外時尚品牌

駐台，這使業者不必到遙遠的東京，也能在台北街頭看到與先進國家同步上市的

產品（W1）。最後，更為顯著的原因，是資通訊科技的進步。大部分業者現在主

要掌握流行資訊的方式，都是透過網絡瀏覽社交平台、圖庫、時尚新聞，或是直

播的時裝秀等（B1；B2；T4）。 

對於減少出國考察，改採以網路掌握流行資訊為主的本地成衣業者而言，節

省了大量機票支出、旅途時間，使時尚資訊的搜尋成本降低，並且可以更即時的

掌握最新的流行趨勢。然而另一方面，對於學習先進國家產品的細緻程度可能降

低。布料的質感、衣服的版型都不能完全「眼見為憑」，攝影技術會一定程度失

真。如同許多人都有在網路上看到好看的衣服，下訂收到實物後，覺得照「騙」

一樣。此外，位於時尚核心地區的趨勢分析公司，其所供的商業資源變得不易獲

取。由於本地仍未有健全的時尚產業基礎設施，本地成衣業者恐怕減少了能利用



doi:10.6342/NTU202302469

52 

魔法圈的機會，進一步減少了跨領域的交流。雖然仍有部分的設計師透過網路社

交媒體，瀏覽不同領域的藝術作品獲取靈感（T4），然而其也認為透過網絡所獲

的得的靈感、感動程度，不及親眼見到或是身歷其境。 

此外，本地成衣業者一直的考察對象，通常都是高端品牌的產品、指標性時

裝秀或頂級設計師的作品。2010 年前後，台灣成衣市場受快時尚風潮影響，銷

售市場更注重由下而上的流行，即大眾導向的時尚，然而幾乎所有本地成衣業者，

都未根據這個轉變做出積極的反應，調整產品推出的導向。雖然透過網絡平台的

使用，理應可以更掌握到大眾導向的流行，然而或許是對市場趨勢未完全掌握，

大部分業者都未有此動機產生。其跟隨的對象，仍是由上而下的高端時尚。主要

只有品牌商注意到了快時尚風潮所帶來的轉變（B3），下一節將指出其也確實據

此轉變做出相應行動，使銷售體系發生重組。總結來說，本地成衣產銷網絡的不

同成員，在不同年代所做的設計交流情形，大致如表 2 所示。 

表 2 本地成衣網絡不同成員的設計交流演變 

年代 

本地成衣業者為主的 

網絡成員 
品牌商為主的網絡成員 

設計考察 

方法 

設計考察 

對象 
設計考察方法 設計考察對象 

80 年

代末期

前 

頻繁出國實

體考察。 

國 際 時 裝

周、高端品

牌等。 

頻繁出國實體

考察。 

國際時裝周、高端品牌

等。 

80 年

代末期

後 

出國頻率大

減，多改以網

路考察。 

仍為國際時

裝周、高端

品牌等。 

出 國 頻 率 稍

減，同時也以

網路考察。 

仍為國際時裝周、高端

品牌等。 

2010 

年代後 

維持多以網

路考察 

仍為國際時

裝周、高端

品牌等。 

出 國 頻 率 稍

減，同時也以

網路考察。 

同時參考國際時裝周、

高端品牌，及大眾導向

時尚、街頭穿搭。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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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貼近消費者帶來的銷售體系重組 

從地景上的變遷，可以發現傳統成衣批發商圈的競爭力下降（黃佩鈺 2008），

其主要對手恐怕是服飾專賣店與百貨公司。圖 15 指出自 1999 年來，「布疋及

服飾品零售業」（以下簡稱「零售業」）的營業額穩定成長，「布疋及服飾品批發

業」（以下簡稱「批發業」）則在 2007 年後不斷下降，兩者可能在未來不久發生

交叉。 

另外，在各年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中都顯示除了零

售業外，百貨公司是第二以銷售衣著及服飾配件為重的行業。2014 年至 2018 年

的《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報告》曾調查百貨公司商品銷售佔營業收

入的比例，其平均為 82.94%；而 2013 年到 2022 年又有統計產品銷售結構，

期間中衣著及服飾配件平均佔百貨公司 37.91% 的銷售結構。將兩者相乘，可以

粗略地認為，近年百貨公司的收入中有 31.44% 是由銷售衣著及服飾配件所得。

若將百貨公司的營業額乘上這個比例，再加上零售業營業額後，與批發業進行比

較，會發現前二者的總和已超越批發業。 

圖 15 布匹及服飾品批發業、零售業與百貨公司業服飾銷售部分歷年營業額

（千元）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部 統 計 處 批 發 、 零 售 及 餐 飲 業 經 營 實 況 調 查 報 告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431，取用於 2023 年 4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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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014 年統計項目為紡織、成衣、服飾品及皮革製品；百貨公司業服飾銷售部分計算方式為

年度營業額 × 商品銷售佔營業額比例（2014 年至 2018 年平均為 82.94%）× 衣著及服飾配件

佔所有產品銷售比例（2013 年至 2022年平均為 37.91%）。 

 

百貨公司與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所代表的零售體系，已逐漸取代批發體系

成為主要的成衣銷售管道，這件事也與台灣成衣業的外銷衰退有關。表 3 可發

現批發業長年在國內進貨比率有八成左右，並將三到四成的商品外銷，是三業

中外銷比例最高者。百貨公司與零售業幾乎只做內銷，稍有不同的是前者幾乎

都從國內進貨，後者約有四成從國外進貨。大致上來說如表 4 所示，幾乎所有

通路進銷貨重心都在內進內銷上，只不過批發業尚有內進外銷的次重心，零售

業有外進內銷的次重心。隨著批發業營業額減少、百貨與零售業營業額上升，

表格重心可能會朝向右半部移動。 

 

表 3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零售業、百貨公司業各年度銷售與進貨結構 

統計年度 項目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 布疋及服飾品零售業 百貨公司業 

2013 

內銷比 59.84% 97.01% 100% 

外銷比 40.16% 2.99% 0% 

國內進貨比 84.96% 59.94% 100% 

國外進貨比 15.04% 40.06% 0% 

2014 

內銷比 60.8% - - 

外銷比 39.2% - - 

國內進貨比 83.4% 59.4% 98.8% 

國外進貨比 17.6% 40.6% 1.2% 

2021 

內銷比 67.20% - - 

外銷比 32.80% - - 

國內進貨比 - - - 

國外進貨比 - - - 

資 料 來 源 ： 經 濟 部 統 計 處 批 發 、 零 售 及 餐 飲 業 經 營 實 況 調 查 報 告

（https://www.moea.gov.tw/Mns/dos/content/ContentLink.aspx?menu_id=9431，取用於 2023 年 4 

月 18 日）。 

註：自 2011 年開始有批發、零售及餐飲業經營實況調查以來，每年統計項目不一定相同，只有

表格中三年對進銷貨來源結構有相關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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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布疋及服飾品批發業、零售業、百貨公司業進銷貨重心分佈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此轉變除了來自於百貨公司帶來更精緻的消費體驗外（連玲玲 2018），也與

品牌商更掌握了大眾導向的流行有關。過往自 OEM 初步升級為 ODM、OBM 

的本地成衣業者，通常將產品大量批售予批發體系的中盤商，把自身精力保留在

設計與生產。對他們而言，雖然具體狀況會因細部合作方式有些許不同，但大致

上將產品銷售到中盤後，便得彌補開發、生產成本以及賺取利潤，完成了資金的

回收。接著產品要如何賣出去，是中盤以及販腳的任務。透過批發體系銷售產品，

本地成衣業者和終端消費者之間，相較利用零售體系的品牌商與消費者的距離更

遠，這導致本地成衣業者並不是很能夠掌握市場口味變化。對於本地成衣業者如

何得知市場反應，製造商 O1 表示通常是藉由中盤的回饋告知，而中盤又必須從

販腳得知此訊息（W1；W2）。訊息經不斷地轉手，從販腳對消費者觀察再到中

盤、本地成衣業者耳中，花費了較長的時間，此外，訊息也會在口耳相傳下發生

不一定程度的扭曲。這導致假如今天推出的產品，因為顏色問題而不受市場青睞，

本地成衣業者也只能在下一次推出的產品做修改。然而到了下次產品推出後，流

行可能又稍有變動，因此將前次產品修改顏色後，可能又面臨新的議題。  

相較於前者，品牌商多透過零售體系，不論是自己的店面或在百貨公司設櫃

來銷售產品，需要自己推銷、結帳。因此，當產品開發上市，品牌商相較本地成

衣業者面臨更大的庫存風險。同時，品牌商與終端消費者之間的距離較近，缺乏

中盤、販腳等層層中間組織，這使品牌商可以更快獲知消費者對於當次推出產品

的反應為何。假如當次推出的產品在質地、版型、設計上都受消費者歡迎，惟有

鈕扣造型影響消費者的購買意願，品牌商可以直接召回產品，更換鈕扣來迎合消

費者的需要，解決庫存滯銷的風險。同時，對於熱銷的款式也可以馬上追加訂單，

賺取盡可能多的利潤。因此，在成衣銷售環境的轉變下，品牌商對於大眾導向的

時尚資訊，有更多的掌握，進而產生較製造商更高的競爭能力。  

產品進貨與

銷售方向 
銷往國內 銷往國外 

國內進貨 批發業主要、零售業主要、百貨公司業 批發業次要 

國外進貨 零售業次要 -



doi:10.6342/NTU202302469

56 

順帶一提的是 ，品牌商還透過零售體系，獲得控制價格以及控制產品流向

的能力。可以從品牌商 B3 說的話，發現控制價格及產品流向對其帶來的優勢： 

品牌形象直接關係就是你的價格。我給中盤幾折、他給他的下線幾折，這個

是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我們不給中盤、也不切貨原因很簡單，就是我不

希望我們的商品淪落到外面。（B3） 

價格與品牌形象密切相關，消費者常以價格來認定產品的價值。往往產品價格較

高，消費者就容易認為其品質較佳（野口智雄 1996）。零售體系基本上可以訂定

全國一致的價格，打造高品質的形象，以維持消費者消費興趣。B3 的另一段發

言，間接指出了這個重要性： 

……五年前那時候，我接總經理接了一陣子以後，發覺還是會常常看到說什

麼黃昏市場，會出現我們的衣服啊。那這個事情我是真的沒有辦法接受，所

以我發生了，我記得三次。有兩次在台南，一次在高雄，看到這樣的事情以

後，我就決定（庫存）就全部燒了。（B3；括弧為研究所加） 

為了維持品質形象，B3 不惜銷毀大量的產品，可窺見通路與定價對其來說的重

要。對品牌商而言，如果透過批發體系銷售，則難以對中盤與無數的販腳進行價

格管控，因此失去形象的操作空間，甚至可能被以破盤價出清，減損其品質形象。 

總結來說，本地成衣網絡的銷售體系重組如圖 16 所示，原本過半的成衣商

品是由圖 16 上半部的批發體系所銷。受快時尚影響，近代的市場口味變化更快

遞嬗。然而在批發體系中，本地成衣業者與終端消費者間，仍穿插了中盤商、販

腳，拉長了本地成衣業者與消費者之間的距離，不利於本地成衣業者掌握市場的

口味變化。同時，品牌商為了進行價格形象管控，選擇需要自己和消費者互動的

自營通路，使品牌商與消費者之間有較近的距離，讓品牌商可以更快掌握市場的

口味變換。因此，品牌商所推出的商品漸更為消費者所青睞，引發了本地成衣銷

售體系的重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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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6 台灣成衣網絡銷售體系重組示意圖 

資料來源：本研究自製。 

第三節 國家與其代理人對產銷環境改變的回應 

先進國家紡織成衣業自 70 年代起，便不斷面對後進國家的傾銷。1973 年

能源危機爆發，先進國家受到的傾銷影響，因通貨膨脹與經濟蕭條等因素加劇。

因此，歐洲經濟共同體（the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簡稱 EEC）決定與

紡織品出口國談判，並設下進口限制。由於台灣與 EEC 各國未有正式外交關係，

無法進行官方談判，政府便輔導民間紡織業者籌捐資金，於 1975 年成立中華民

國紡織業外銷拓展會（2000 年後更名「中華民國紡織業拓展會」，簡稱「紡拓會」），

管理出口歐洲紡織品配額談判與簽章的業務。此後，出口美國、加拿大與其他國

家的相關業務也都相繼委由紡拓會辦理。 

1990 年，政府正好頒行「產業升級條例」，加上 90 年代後中國市場開放、

更多後進國家紡織成衣業成長等因素，因此未等到 2005 紡織品配額取消，紡拓

會在 90 年代就開始轉型為輔導國內紡織成衣業發展的機構。如任期自 1988 年

至 1995 年的董事長趙諒公，增置設計研發中心、市場拓展組與企劃資訊組，繼

任者徐旭東亦增設產業發展組等（陳燕俠 2000）。大致來說，紡拓會的重心自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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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起，即從單純的貿易配額管理，轉向整合產業發展、輔導業者設計研發與拓

展市場等功能。 

紡拓會雖由棉紡等 16 家工會與 10 家民營企業出資成立，名義為財團法人，

但在其各年度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可見經濟部國際貿易局與經濟部技術處

之補貼。以 2021 年度為例，兩者補貼總計 106,821,885 元，足見其半官方色彩。

基本上，台灣紡織成衣業發展策略的架構便由紡拓會所擬，再讓工業局掛名執行

（陳燕俠 2000）。需要注意的是，國家的「手」可能正逐步地抽出。在 1998 年

紡拓會的行政管理規章彙編中，提到「本會置常務董事十五至十九人，以經濟部

國際貿易局局長及工業局局長為當然常務董事」。然而在近期任期為 2020 年九

月至 2023 年 8 月的第 16 屆董事名單（表 5）中，已不見官方代表身影。官

方代表只見於常務監察人九席中一席，由國貿局會計室主任所擔任。這可能顯示

了國家對於紡拓會的干涉，目前主要在經費控制上。 

同樣在第 16 屆董事名單中，可以發現其董事多為紡織業者所擔任。雖按紡

拓會慣例，其董事長與三名副董事長，分別由上、中、下游業者輪值，但有關成

衣生產之下游代表，多為大型海外代工集團，而非內銷品牌商。這可能是以紡織

業的視角而言，外銷更為主要，成衣業只是其下游一部，因此近年的內銷轉變未

被察覺。紡拓會的對成衣業的輔導重心，也因此傾向大型海外代工集團，對本地

成衣業關注有限。以紡拓會 110 年度的工作報告為例，該年度的《尖端纖維紡

織關鍵技術開發計畫》中，提到其協助業者建立縫製技術、專利產出，以及促成

產業聯盟。然而曾在其中一家受該計畫幫助的上市公司，負責生產管理工作的員

工 T3 表示，受台灣薪資結構影響，該公司原本在台灣處理小型快單的生產節點，

早就轉型為打樣中心。真正的生產基地是 20 餘間的海外工廠，與本土中小成衣

業者的互動可以說是「沒有，因為ＯＯ（該上市公司）那時候已經本身規模夠大，

所以可能在……台灣那個規模，可能一個款式大概一千件，基本上已經看不上眼」

（T3；括號為本文所加）。相對的，該公司在產量未能負荷時，會延伸的外包網

絡，反而是東道國的代工廠。這導致本地成衣業者感到「紡拓會對我們中小企業

很無情啦，都只有在幫外銷而已」（B1），或是「他們什麼忙都嘛沒有幫」（T1）。 

事實上，紡拓會也並非沒有扶植本地成衣網絡的計畫，其成立了服飾快速打

樣中心與生產線，確實幫助到了國內小型買家的少量生產。國內小型買家的訂單，

可說是「微型訂單」，「他們都 S 一件、M 兩件、L 兩件、XL 一件」（O1），可

想而知尋找代工上的困難。然而即便其訂單之小，紡拓會的產線仍應接不暇。曾

在紡拓會服務的 T3 表示，紡拓會提供的產線「就一小條」（T4），導致「他們單

排很滿」（O1），對於講求流行時效的成衣產品而言，可謂緩不濟急。同時其代工

費用「應該是屬於全台灣最貴的」（T3）。服飾快速打樣中心也有類似的現象，收

費較民間更為高昂（李宜芸 2013）。以上種種因素，都使紡拓會的美意難以完整

回應成衣業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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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在 70 年代國際政經情勢的影響下，台灣政府與紡織成衣業者共

同建立公共機構，應對紡織品出口配額的議題，甚至擔任政府擬制產業發展政策

的重要幕僚；80 年代末後，隨貿易自由化、世界經濟版圖重組，該機構更將重

心放在輔導紡織成衣業轉型；然而同時發生的是，國家的「手」也逐步抽出。受

紡織業維持的出口導向影響，紡拓會的決策者多為具外銷性質的業者，相關政策

因此也呈現相同導向，與本地成衣網絡的需求產生了較遠距離。 

表 5 紡拓會第 16 屆董事名單 

職稱 
姓名 現職 

董事長 王文淵 台塑企業總裁 

名譽董事長 徐旭東 遠東集團董事長 

名譽董事長 詹正田 宜進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副理事長 

副董事長（上游） 郭紹儀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力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副董事長（中游） 黃莊芳

容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副理事長 

旭榮製衣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副董事長（下游） 林瑞岳 台灣區製衣工業同業公會名譽理事長 

南緯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務董事 翁茂鍾 台灣區棉布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監事及

監事會召集人 

佳和實業股份有限公司資深顧問 

常務董事 李貴琪 紡織產業綜合研究所所長 

常務董事 侯博明 臺南紡織集團總裁 

常務董事 雲有財 台灣區織布工業同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 

雲晉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務董事 莊燿銘 台灣區絲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台灣富綢纖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常務董事 魏平儀 台灣織襪工業同業公會榮譽理事長 

琨蒂絲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常務董事 陳修忠 大東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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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 黃華德 德式馬企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蘇百煌 台灣區人造纖維製造工業同業公會監事會召集

人 

集盛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張承宗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常務理事 

大耀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葉義雄 台灣區紡紗工業同業公會監事會召集人 

大將紡織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卓欽銘 台灣區絲綢印染整理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和友紡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樓海鳴 台灣針織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永大針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陳世中 台灣區毛巾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廣福毛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陳素惠 台灣區手套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佑璟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李政道 台灣區帽子輸出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隆春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鄭福家 台灣區漁網具製造工業同業公會理事長 

東福塑膠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席家宜 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長 

董事 陳伯鏞 台元紡織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何鈞 南洋染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董事 徐志漳 潤泰全球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董事 戴宏怡 國紡企業股份有限公司總經理 

資料來源：紡拓會（https://www.textiles.org.tw/ttf/main/content/Content.aspx?menu_id=318，取用於 

2023 年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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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網絡對環境轉變回應後的能力得失 

面對生產環境近代發生的供應斷層出現、規模優勢減少，本地成衣網絡做出

較一致的回應，開始將斷層縫合，並且延續次級部門的發展，這協助其仍保有進

行少量多樣生產的彈性生產能力，供小型買主發展，並開拓了團體服飾訂做的利

基。另一方面，面對銷售環境出現更快的時尚週期，以及轉向大眾導向的時尚，

本地成衣網絡則做出分化的回應，導致只有部分成員獲取更高階的相關能力，走

上「高路」；本地成衣業則踏上「低路」。儘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有賴彈性生

產能力存續，台灣還是可以被作為有心者投入成衣業發展、創業的空間。 

一、彈性生產的保留 

在第三章第一節曾提到，規模經濟對於成衣業的重要不只在於經濟方面，還

有權力方面。簡單來說，往往大訂單才會被代工優先受理。由這角度來看，獨立

設計師、想在成衣業創業的青年等，缺乏資本的小買主，訂單成立相當困難。然

而事實卻非如此。與成衣業結構重組，許多人才可以重新組織起微型 OEM 的現

象有關，使小型買主的產品生產變為可能。 

透過組織或是親身成為「次級部門」，未滿五人的微型 OEM 較大型代工廠

等「正式部門」，更有機會使用非正式的僱傭關係，以規避勞動規範限制的方式，

處理較不穩定的訂單。如過去不曾這麼做的 O1，開始承接了國內獨立設計師、

創業青年「三件、五件」的微型訂單，僅管承接原因多少如其所說的帶有一些無

奈： 

那種訂單一般沒有人要接的，你知道為什麼會接嗎？是因為現在沒訂單了，

有訂單就加減賺。（O1） 

但也像 O2 說的：「他今天沒有東西進來，我們沒得做，他也沒生意賺」（O2），

替產業的斷層進行了縫合。獨立設計師與創業青年等小買主，因此獲得了能生產

產品的可能，不必再被拒於大代工廠的門外。除此之外，小買主還可以避免大量

生產的庫存風險，並以優惠的價格享用少量、多樣的服務。因此，次級部門的發

展貢獻不只在於可以透過被解散，維持整體結構的恆定，藉規模未滿五人的成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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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家數成長，甚至成為產業結構的最主要部分，可以認為次級部門是產業能發揮

彈性能力的主要貢獻者。 

彈性生產能力的保留，媒合了團體服飾市場的所需，吸引不少業者投入。在

外銷主導成衣業發展時期，內銷只是蠅頭小利，而制服市場又是內銷市場的冰山

一角；在外銷量遽降後，內銷市場逐漸成為本地成衣業的主要利基。然而在內銷

市場的通路競爭中，本地產品依賴的批發體系逐漸不敵零售體系，而零售業者的

國內採購比例又不如批發商圈高（表 4）。就在這時，團體服飾市場的優點逐漸

浮現，吸引了本地成衣業者投入。首先，團體服飾訂單較小，通常在數十到數百

件之間。相較動輒千萬件的外銷訂單，本地成衣業較小的供應鏈更易應付。第二，

團體服飾要求多樣、客製的生產能力。由於次級部門的存在，這方面的能力一直

保留在本地網絡中，業者因此不用重新協調大部分的生產流程。第三，團體服飾

具被快速完成的需求，因此加強了在本地生產的必要，排除了海外生產者的競爭。

第四，國內流行成衣市場常因國外產品的競爭、總體經濟景氣等因素，造成需求

量不穩定。相形之下，團體服飾的需求源於公私部門活動的舉辦，相對穩定（G2）。

上述優點，使團體服飾訂做成為本地成衣業新的發展空間。因此自 80 年代末起

至今，都可以觀察到相關行動者越多的投入。例如 G1 原在女裝批發市場激烈廝

殺，轉做團體服飾訂做後沒想到生意更好、更穩定；G4 是 30 多歲的青年，在 

2010 年後才剛踏入團體服飾訂做；新冠疫情嚴峻期間，品牌買主的產品訂單幾

乎為零，制服訂做成為本地成衣業者 O1 疫期的所有收入。  

簡而言之，成衣業具有大量生產的慣習，較大的訂單形同更大的權力，利於

爭取代工的產能。此條件下，缺乏資本的青年想要創業，以及獨立設計師想要發

展，看似因其蝦米般的下單量而不可能。然而事實上，本地成衣網絡中開始萌現

規模未滿五人的微型 OEM，卻可以透過獨特的條件，組織串連起次級部門，協

助網絡維持彈性生產能力，使微型訂單的生產成為可能。除此之外，彈性生產能

力的保留，意外地媒合了團體服飾訂做的需求，使團體服飾訂做漸在內需市場中

佔有一席之地，成為本地成衣業者重要的發展空間。 

二、高階能力的得失 

對於 80 年代末後銷售環境的改變，本地成衣網絡分成兩個群體做出分化的

回應，分別主要是本地成衣業者與品牌商。80 年代末期前，普遍業者都已經累

積足夠的資本，前往海外考察。透過親身的造訪，台灣成衣業者開始接觸到了時

尚核心地區中的隱形基礎設施，協助其做出更好的決策，彌補在台灣的不足。除

此之外，更重要的是跨領域的刺激，如包含接觸不同與美學有關的業種。而跨領

域的交流，是象徵知識重要的生成來源。藉此，台灣成衣業不再只有與「逆向工

程」有關的合成知識，而開始產生象徵知識的生成機會。此外，不少業者在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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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程，透過實體產品或空間的接觸受到「感動」，甚至因此激發出升級的決心（B2；

溫肇東、許映庭 2016）。   

80 年代末後，本地成衣業者海外考察的頻率大幅減少，取而代之的是使用

網路更新時尚資訊。其優點是減少了金錢與時間上的成本，更方便可以更新時尚

資訊，並且也可以透過不同網站的瀏覽，同樣達到跨領域考察的效果。然而缺乏

親身的接觸、體會，跨領域考察的效果較為降低，這連帶使象徵知識的生成強度

也一同降低，也較少能產生因受到感動激發出的升級動機。還需要注意的是，此

時的市場還受快時尚影響，開始發生重要的轉變，時尚的導向開始從由上而下逆

轉成由下而上。然而多數本地成衣業者未有察覺，因此其象徵知識的開發方向，

也未對該轉變做出回應。最終導致本地成衣業者開發的產品，與市場的需求逐漸

產生距離。  

此時的品牌商則注意到了這個轉變，開始學習如何掌握到更多由下而上的時

尚倒向。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品牌商們主要透過進入零售領域，來與消費者接觸。

這不僅使它們能掌握到更大眾導向的流行趨勢，還提供能更快回應市場需求的基

礎，順應了快時尚的潮流。本地成衣業者與品牌商面對轉變所做出的不同回應，

導致後者漸有較好的競爭能力，最終引發了零售體系取代批發體系，成為成衣產

品的主要銷售管道，此重組過程值得再更進一步探究。 

本地成衣業者通常將產品批售予中盤，此分工情境下，中盤業者擔當了本地

成衣業的行銷角色，「除了全省各地的人到此地批貨外，還有許多不同國家的人

會來買衣服」（漫步台北 2016）。值得注意的是，中盤業者並不因此壟斷本地成

衣業者的銷售管道，使其放棄自售功能。這主要反映在中盤收購的產品，往往還

保留本地成衣業者的行號與聯絡方式。來自國內外的採購者，為了壓低進貨成本，

欲向更為上游的本地成衣業者批貨時，可以透過檢視產品吊牌，直接與本地成衣

業者聯繫。如 O1 說的： 

從大陸來的、香港來的都有啦，他們就看吊牌啊……，上面有電話，他們就

打來問，說想要看你的東西。久了之後就會寄型錄給他們，他們就會用傳真

來下貨。（O1） 

可以發現，中盤業者成為了本地成衣業的「櫥窗」，幫助後者行銷商品。本地成

衣業者因此相當仰賴與中盤業者產、銷的分工，讓中盤作為其隱形的行銷部門。 

以製造商為主，具有豐富功能的本地成衣業者，除了本身會發行產品給中盤、

接受國內外買家採購外，有可能提供現成款式給品牌商；也有可能接受品牌商的

委託代工；甚至是接受其他同業的產能外包。總之就像 O1 所說的，「怎樣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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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什麼都會做」（O1）。有賴本身的多元技能，早期市場對本地成衣業來說充

滿各式獲利機會。因為這個原因，本地成衣業者似乎沒有動機深耕特定的領域。

白話地說，賺錢都來不及了，沒時間想那麼多。然而本地成衣業者的業務範圍雖

廣泛，透過圖 6 卻可以發現大多仍落在設計到生產的範圍中，缺少與終端消費

者互動接觸的能力。80 年代末期前蓬勃的商機，讓本地成衣業者沒有產生創新

的壓力；行銷方面無意間對中盤業者的仰賴，又使本地成衣業者沒有培養與消費

者互動的能力，其更高階能力的獲取因此受阻。 

80 年代末期後，由於零售體系所供的商品及消費環境，更符合市場的喜好，

一般成衣消費者逐漸自夜市、市場等販腳，轉往百貨公司購衣，中盤因此萎縮。

由於倚賴中盤替其行銷，本地成衣業的曝光管道也因此慢慢被闔上。部分本地成

衣業者由於在內銷市場累積不錯的口碑，獲得進入百貨設櫃的門票，如 O1 就曾

進駐高雄大統百貨。然而其進駐原因並非為了在百貨公司銷售商品，而是為了在

批發界的商譽。其想法是當採購者在批發商圈看見 O1 的商品時，中盤可以驕傲

地介紹：「這是有在百貨設櫃的牌子」（O1）。除此之外，也可以作為簡單的聯絡

處，或是處理退換貨等問題。對於習慣大量批售的本地成衣業者而言，零售的收

入只是蠅頭小利，真正值得瞄準的利基還是在批發體系。G3 表達了這個想法： 

去百貨並不代表是一個銷售的主要原因，擺專櫃是一個自我認知的……行號

而已……現在牌子是一個自我的行號而已。（G3；括弧為本研究所加） 

在百貨公司更為壯大後，「它的條件越來越苛刻，要付的費用會越來越多」（B3）。

原本就無意經營零售體系的本地成衣業者逐漸退出，漸只留下還有意願花較多精

力掌握終端消費者喜好的品牌商。 

就零售體系與批發體系的營業額消長情形來看，品牌商走上了「高路」，80 

年代末後的本地成衣業者似乎多選了「低路」。「高路」代表了追求產品與服務的

高附加價值，並提高勞動力的技能水平與薪資；「低路」則是相反，指透過壓低

產品的價格，同時降低對勞動力的技能要求及薪資，來與市場競爭的策略。80 年

代末後的本地成衣業者，持續的仰賴與中盤業者產銷分工，這降低了他們對勞動

力的技能要求。再者，本地成衣業者們即便進入百貨後，經營重心依然放在批發

領域，也顯示壓低產品價格、以量取勝的競爭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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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逆水行舟：有限的產業升級 

面對近代生產環境出現的斷層，本地成衣網絡的行動者做出較一致的回應，

成功的保留了彈性生產能力。首先就個體互動層面來說，由於感到供應鏈的成員，

尤其是代工，成為了珍稀的資源，因此網絡的成員們不再像過去，在合作結果未

達期望時就將對方拋棄，反而是開始透過接受訂單瑕疵的方式，維持彼此的連結，

解決供應斷層的問題。另外，就網絡整體結構而言，次級部門也在加強彼此連結

的情形下持續發展。在賺取「人事管銷」租金的動機下，許多行動者將次級部門

串連，來承接微量並客製化的訂單，協助了本地成衣網絡發揮彈性。 

然而在銷售環境方面的改變，本地成衣網絡就做出了較分化的回應。為了捕

捉快時尚帶來的市場需求趨勢改變，品牌商透過參與零售體系，取得了掌握終端

消費者喜好資訊的能力，並且透過這個能力進一步獲利。但另一方面，本地成衣

業者選擇繼續保持生產方面的多功能，依賴與中盤的產銷分工。這降低了本地成

衣業者對終端消費者的理解，使其失去了對快時尚風潮的適應，導致獲利降低。 

簡單來說，本地成衣網絡對於生產環境轉變所做出的回應，成功的保留了彈

性生產能力；對銷售環境轉變做出的回應則較為不一，部分成員取得了更高階的

能力，部分成員並沒有。在獲得本地成衣網絡的能力得失結果後，可以進一步地

分析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升降級的情形。 

首先在製程升級方面，本地成衣業所能觀察到的升級情形有限。因為本地成

衣業者自 80  年代末期以來，生產流程與網絡分工情形並沒有太大的變化，並

且也沒有觀察到經營者有大規模的製程與設備更新。雖然生產網絡的結構有所重

組，但微型 OEM 產生的主要作用，是維持本地網絡一直以來的彈性生產能力，

未能指出其是否進一步提高了生產效率。值得一提的是，成衣業製程相當受限於

勞力密集程度難被自動化降低的現況，本地成衣業者因此也難以做出回應突破。 

在產品升級方面，只有品牌商有較積極的回應，大部分本地成衣業者在設計

上能力的進步，主要在 80 年代末前從合成知識到象徵知識的獲取。到了近代，

本地成衣業者象徵知識的生成強度則較為降低。另外，只有品牌商對 2010 年後，

銷售市場需求趨勢改變有所警覺，因此嘗試獲取相應的能力來達到更好的設計。

故整體來說，本地成衣業的產品升級有限，甚至還有降級跡象。 

OEM 升級為 ODM、OBM 是台灣成衣業功能升級的案例，然而這主要發生

在 80 年代末期前，而非近代。在研究中，更被廣泛觀察到的是本地成衣業許多

廠商的退場，或是 OBM 轉作 OEM 降低成本生存。且除了品牌商獲得了零售

的能力外，大部分的本地成衣業者都選擇依賴批發體系替其行銷。因此本地成衣

業整體的功能升級有限，甚至也有降級跡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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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跨部門升級方面，則有待觀察。許多本地成衣業者踏入團體服飾訂做領域，

是少數可與跨部門升級對話的現象。然而團體服飾訂做和一般成衣生產之間，不

一定有形成跨部門的距離。同時，目前較多看到本地成衣業者踏入團體服飾領域

後的後果，主要是得到更穩定的發展（O1；G2；G3；G5），避免過去淡旺季的高

度落差，難謂獲得更多更高附加價值，鮮有進入者表示獲利情況明顯提升（G1）。 

最後，社會升級方面則同樣有限。雖成衣業受僱人員薪資有所成長，但還是

不及製造業平均，並且在使用承攬制的代工中，薪資成長恐怕更為有限。不同研

究皆調查了台灣 80 年代末期至 90 年代成衣業工人的月薪，金潤泰（1993）指

出當時台灣成衣業生產外銷產品的次級部門中，工人月薪約為 12,000 至 15,000 

元；柏蘭芝（1993）的研究個案中，外銷工人月薪約為 20,000 至 23,000 元；

謝國雄（1997）主要針對外銷成衣業考察，發現代工大多接受 10,000 元左右的

月薪。本研究對內銷次級部門工人的考察則是 8,000 至 12,000 元，雖然生產產

品類型不同，但還是可以作為參考。薪資是相當直接反映勞動條件的指標，以其

為考量的話，本地成衣業在社會方面可能還有降級。 

總結來說，台灣本地成衣網絡對於近代的環境轉變，在生產方面做出較一致

的回應，保留了彈性生產能力；銷售方面則發生了分化的回應，使得網絡只在小

部分發展出更高階的能力。整體而言，其升級的動態猶如逆水行舟，在艱困的環

境下勉力維持原本的表現，但也未有大幅的突破。彈性生產能力的保留，維持了

本地成衣業在製程、跨部門方面未發生產業降級；然而對於高階能力獲取的缺乏，

也限制了本地成衣業的產業升級，甚至在產品、功能方面還有降級的跡象；從勞

工的薪資來看，社會方面升級也未有積極的表現。 

業界不乏許多傳聞，如某風靡一時的某 OBM 雖未歇業，然而實已暫停產品

開發，目前交由兒女清銷庫存，便足以安養晚年（O1）；更多業者更直接了當的

回答，現在都已經在想怎麼收尾了（O1、B1、B2、W1、W2、G2），目的是如何

「倒得漂亮」（B1）。然而需要注意的是，面對越趨艱困的生存條件，本地成衣業

者雖然不一定有取更高階的能力，但由於網絡整體彈性生產能力保留，使得國內

小資本買家，還是可以透過本地成衣業生產小量、多樣的訂單，這對於避免創業

初期的庫存風險大有幫助，台灣因此仍得被作為成衣產業創業的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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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本章首先將綜合論述核心論點，並且強調分析的發現。接著將討論的範圍與

視角提高，與理論進行對話。80 年代末後的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因為內外生

存條件的改變，使其已不再是以出口為導向的產業，而是開始主要服務於多元的

內需市場。在此轉變下，以本地成衣業者為核心所組成的產銷網絡成員，雖然有

時做出了不同的回應，但都共同維持彼此連結，保留網絡的彈性生產能力。然而，

這並不一定代表本地成衣業有效地邁向升級，還需要在不同的面向上分別進行討

論。最後，本研究的成果延續了過去許多相關研究的觀點，然而在一些面向上仍

有細微的差異，或是不同的著重。 

第一節 研究發現 

本節將濃縮分析結果，強調研究發問的回答。簡單來說，台灣本地成衣業在

近代，由於生產環境出現供應斷層、規模優勢失去，不再擅長大量生產外銷；同

時銷售環境因社會風氣改變、快時尚影響，本地生產開始更具優勢。這兩者共構

了其本地成衣業內需市場的多元開拓。面對上述轉變，本地成衣網絡在生產方面

做出一致的回應，協助網絡整體保留了彈性生產能力；在銷售方面，網絡則只有

部分做出積極的回應，高階的設計與銷售能力取得有限。有賴彈性生產能力的保

留，本地成衣業的降級幅度獲得控制，台灣還是可以被作為成衣業創業或發展的

基地；但另一方面，有限的高階能力獲取也限制了本地成衣業的升級。 

一、本地成衣市場的多元開拓 

台灣本地成衣業近代分別在生產與銷售環境，都面臨了相當明顯的轉變。首

先在生產環境方面，本地成衣業原本有充足且平價的勞動供給，使供應鏈廠商充

足，並且可以發揮規模優勢。然而面對始終難以提升的薪資水準、改善有限的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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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環境，以及許多廠家的解散，導致勞動力流入減少，同時流出增加，使原本充

足的供應鏈與人才出現了斷層危機，並且規模優勢難以發揮。供應斷層的出現，

使廠商成長受到限制，即便出現成長的機會也因為不穩定或是不足的產能供給而

不敢把握。此外，規模優勢失去則不止失去經濟上的競爭力，還奪走本地成衣業

者的議價能力。 

在銷售環境方面，台灣成衣市場原本常以「春夏」、「秋冬」為週期，且需求

較注重梭織成衣等較正式、精緻的產品，如西裝、襯衫等。到了近代，國內社會

風氣越趨開放，並且快時尚風潮繼之席捲而來。受此影響，市場需求不再只有高

級時尚的仿效，及較為正式和精緻的產品，而開始強調平價、休閒、舒適等訴求，

並且更有了團體服飾訂做的產品需求。同時，時尚的週期也不再是兩季的長度，

產品更容易因為幾週的話題性消失而過季，延遲上市的嚴重性大為提升。順應需

求趨勢，台灣成衣品牌開始規劃「週週新品」的上市計畫，同時為了掌握上市時

程，避免產品過季打折，本地生產的優勢因此增加，以方便處理產線層出不窮的

延遲問題。 

由於近代人才、供應斷層導致的規模優勢減少，使本地成衣業產品價格提升、

競爭力下降，國內外市場皆飽受外國產品威脅。惟在此威脅下，有賴快時尚風潮

與團體服飾訂做需求，使本地生產重要性提升。本地成衣業的國內生存空間因而

未被消滅，反而還有了多元的開拓。因此，台灣本地成衣製造業目前已經從 90 

年代的重要出口導向產業，轉型為內需型產業（圖 17），漸遠離紡拓會《2020 年

臺灣紡織工業概況》所指出的，除部分經營國內市場外，以外銷成衣廠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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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7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內外銷價值佔總銷售價值比重變化 

資料來源：經濟部統計處資料庫（https://dmz26.moea.gov.tw/GA/query/Query.aspx，取用於 2023 

年 2 月 10 日）。 

二、網絡動態下的升級回應 

本地成衣產銷網絡面對近代的環境改變，在生產方面做出了較一致的回應。

在供應鏈與人才萎縮的不易環境下，網絡中成員開始不像過去般的現實，直接放

棄未達期望的合作關係，反而是願意接受彼此的不完美，透過接受合作瑕疵、付

出多一些的成本，協助彼此的成長，以縫合人才與供應鏈斷層。另外，網絡的次

級部門，也在賺取生產整合租金的動機與斷層的縫合下發展，協助網絡保留原本

的彈性生產能力。這進一步地使本地成衣業開拓了團體服飾訂做的市場，以及幫

助台灣仍得以被作為彈性生產的基地。 

另一方面，本地成衣網絡面對銷售環境的改變，便產生了分化的回應。第一

種回應是以本地成衣業者為主，其早在 80 年代末期之前，便普遍透過頻繁海外

考察，發展出幫助產品設計的象徵知識能力。在 80 年代末後，因為減少了海外

考察的頻率，跨領域的交流強度降低，象徵知識的生成強度也隨之下降。更重要

的是，2010 年左右開始，本地成衣業對於成衣市場的需求趨勢未能掌握，因此

生產出的產品漸未能迎合消費者口味。第二種回應是以品牌商為主，其意識到市

場的需求趨勢改變，故以投入零售體系銷售的方式，掌握消費者的喜好。在兩種

不同的回應下，品牌商依賴的零售體系營業額逐漸成長，逆轉了過去成衣銷售管

道，主要由本地成衣業仰賴的中盤體系所支配的現象。 

0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

內銷價值（含間接外銷）佔總銷售價值比例 直接外銷價值佔總銷售價值比例



doi:10.6342/NTU202302469

70 

在生產方面較一致的回應，使本地成衣網絡在近代仍保留了彈性生產能力；

銷售方面分化的回應，使得網絡只在小部分發展出更高階的能力。在彈性生產能

力保留下，本地成衣業維持了在製程、跨部門方面未有產業降級；然而網絡整體

除品牌商外，缺乏高階能力獲取，限制了本地成衣業的產業升級。整體而言，本

地成衣業在近代的產業升級有限，甚至在產品、功能與社會面向還有降級的跡象。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在本地網絡的多數成員為應付環境改變，進行複雜的

重新組織、技能學習的過程時，國家與其代理人未明顯注意到相關的改變，並

做出相應的回應。即便有之，國家與其代理人針對本地成衣業的幫助計畫，卻

因未體察到其近年內需市場的多元開拓，而使美意未能讓本地成衣業者完全領

受。  

然而值得重視的是，面對越趨不穩定的生存條件，本地成衣業者雖然不一定

有取得更高階的能力，但由於本地成衣網絡彈性生產能力的保留，使得國內小資

本買家，還是可以透過本地成衣業者生產小量、多樣的訂單，這對於避免創業初

期的庫存風險大有幫助，台灣因此仍得被作為成衣產業創業的環境。 

第二節 理論對話 

在回答完研究的發問後，本節將把視角移到理論的層面，嘗試與文獻進行對

話。相關的成衣業研究，大多強調後進國家的成衣業透過 GVC 或 GPN 升級的

途徑，本研究則發現了透過內銷市場升級的可能。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研究的

結果，基本上在本研究得到了延續，只不過業者自主發展的過程更被強調。最後，

研究大致上也呼應了升級與能力獲得相關文獻的成果，但另外關注了實體互動對

象徵知識生成的重要關聯。 

一、後進國家成衣業發展 

由於後進者可以透過嵌入成衣業的 GVC，成為代工製造商後獲得快速的發

展，並在之後從 OEM 升級到 OBM，因此 GVC 被視為成衣業重要的升級途徑。

然而產業發展步入後工業階段後，很快地，製造商便會因為和先進者發生了利益

衝突，而在繼續升級的過程中開始受到了阻礙。故避開品牌領域，不與先進者直

接競爭，選擇精於生產成為大型代工集團，是一可能繼續升級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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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論述的過程指出 GVC 文獻中三個主要的機制。首先，在工業化初期，

GVC 是後進廠商的升級機會；第二，後工業時期，GVC 將成為後進廠商升級的

威脅；第三，後工業時期，後進廠商的升級關鍵，在於對先進廠商握有的權力做

出有效的回應，因此 GVC 仍為後工業時期，後進廠商主要的升級機會。本研究

對上述三個機制大致上都表現了支持，但在後兩點有些不同的著重。 

第一，80 年代末前的台灣成衣業確實透過 GVC 蓬勃發展，呼應了第一個

機制。第二，隨著步入後工業階段，後進國家成衣市場開放，越來越多來自先進

國家品牌的商品，進入本國市場與本國產品競爭，呼應了第二項機制。然而有些

許不同的是，GVC 也可以帶來升級的機會。後進國家國內市場開放的過程，也

會讓 GVC 對其國內的銷售環境帶來條件改變，而後進廠商便有機會在國內的

銷售環境的轉變下，透過取得相應的技術能力，以順應改變達成升級。因此，後

進國家成衣業者在後工業階段，也難謂離開 GVC；可以指出的，是與 GPN 減

少關聯。這也因此影響了研究對第三個機制的理解，即步入後工業時期，內銷市

場也可以是後進廠商重要的升級機會。 

由於工資上漲、規模經濟失去等因素，步入後工業階段的本地成衣業者，其

生產產品已經在國際上失去了生產成本的優勢。但同時有賴快時尚近岸生產的必

要或其他內需因素，如團體服飾訂做等，本地成衣業者的產品還是可以維持一定

的生存空間，因此後進國家的成衣業有機會轉型為內需導向。此時，本地成衣業

者的升級議題，不一定還是專注在回應先進買家的打壓。由於國內成衣市場開放，

其當然還是受 GVC 的威脅影響，但 GVC 也可能帶來有利於本地製造商的機

會，如快時尚的利於本地生產的生存條件改變。因此，在後工業時期，比起回應 

GVC 權力結構更基本的升級議題，應是如何在內銷市場的需求變遷下做出回應。

例如察覺到內銷市場受快時尚影響，出現更快的時尚週期，及由下而上的時尚需

求，本地成衣業者便可以開始嘗試具備掌握相應的技能，提供更即時、更落地的

產品設計。 

二、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 

大部分台灣中小企業協力網絡研究的發現，都在本研究得到了延續。例如中

小企業所貢獻的彈性能力持續是產業發展的重要動力（柯志明 1993）；網絡中廠

商雖然以經濟理性為行動邏輯，但仍輔以人情等社會文化運作等（柯志哲、張榮

利 2006），不過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在台灣 90 年代後的成衣業網絡中，國

家與其他成員的連結情形較為鬆散，同時形象較為模糊，不如其他產業般清晰。

例如國家透過公共機構，至今廣泛的介入工具機、機械、半導體中小企業的不同

層面，並且透過從業人員的感受，可得知國家發揮的積極作用（王振寰 2010；

陳良治 2012；謝斐宇 2019）。然而在成衣業的案例中，國家的與其相關機構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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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和大部分的中小企業發生連結，只與少部份的大型外銷業者有所互動，對大部

分的中小企業內銷業者來說，國家的角色相當模糊，甚至感受不到國家的存在。 

然而，這並不減損台灣本地成衣網絡的活絡。因此第二，網絡成員的自主發

展以及次級部門的重要，在本研究被更進一步強調。即便在外界缺乏關注的情況

下，本地成衣網絡成員還是具有足夠的能力，透過對產品要求的容忍，有意維持

彼此的連結，以抵抗可能的人才、供應鏈斷層危機。同時，在現有廠商解散後，

本地成衣網絡的連結也沒有因此大幅的被擊垮，行動者們還是可以喚醒原本的連

結，組織或串連起次級部門。即便本地勞工的勞動條件，不一定能觀察到明顯的

進步，但次級部門仍確實提供勞工不小的時間分配彈性，成為彈性生產能力的重

要來源。 

三、產業升降級與能力獲得 

本研究大致呼應了產業升級與相關能力獲得研究所指出，更高附加價值功能

的獲取，是升級的重要因素。因此，即便本地成衣網絡還觀察得到彈性生產的能

力，但該能力並非來自更高附加價值的能力取得，而是 80 年代末期前既有能力

的鞏固，故整體的升級情形不明顯。在更高附加價值功能獲取方面，本地成衣業

者在近代銷售環境的變遷下，由於持續依賴過去隱形的行銷部門，而未嘗試獲取

適應新市場需求的能力，因此在升級方面受到了限制；同時品牌商則因為獲得了

相應的能力，順利了的獲取更多的附加價值，因此對於升級議題做出了積極的回

應。 

然而必須注意的是，研究另外凸顯了壓力、市場敏銳度與升級動機的關聯。

製造商在 80 年代末期前，未嘗試發展更高階能力的原因，是因為該時到處充滿

商機，沒有明顯的生存壓力，因此缺乏升級的動機。但在近代，快時尚風潮進入

台灣後，本地成衣業也面臨更大的生存競爭，但其卻未能像品牌商一樣，發掘並

抓住新的市場趨勢機會發展，可以從業者未發展更由下而上導向的設計能力察覺

這點。 

除此之外，研究還強調了實體或實物的互動，對象徵知識生成的重要。嚴格

來說，透過網路，近代的本地成衣業者，依舊可以和過去一樣進行跨領域的交流，

甚至還節省了更多的時間與金錢成本。然而許多感官的刺激並沒有辦法完整透過

網路感受到，如布料的質地、色澤等，導致前者跨領域的強度卻不如後者，影響

了象徵知識的生成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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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限制 

本研究難以克服的限制在於滾雪球的抽樣方法。由於台灣本地成衣網絡中，

有大量的次級部門成員，這些次級部門的成員常未有名錄、行號，難以根據名單

或是其他方式進行隨機抽樣，能接觸到的最好方法即透過滾雪球般的人脈引薦。

然而在廠商透過合作關係的人脈引薦下，很容易延伸出生產相同類型產品的廠商，

例如透過運動服飾品牌的介紹，會延伸一連串與針織布料有關的供應鏈；丹寧成

衣代工，會介紹出專門處理丹寧布料的水洗廠等。本研究因此有意識地控制樣本

的多樣性、增加不同的滾雪球起點，但仍難避免取樣難偏差。 

除此之外，研究評估本地成衣業 90 年代後社會升級的主要方法，是透過薪

資所得的比較，薪資所得是最直接反應勞動條件的指標。然而限制有二，一是大

量的基層員工都在次級部門工作，因此薪資所得未被有系統的統計，只能依靠高

度的信任關係詢得次級部門工人的薪水變化，但要發展出具高度信任關係的受訪

者，往往又必須依靠滾雪球的抽樣方法，存在前述的抽樣偏差。第二，勞動條件

的起伏，除了薪資所得的增減外，還有勞動環境的改變，例如工作場所可能開始

增設冷氣、提供 Wi-Fi、撤除休息區等，惟此類面向難以進行比較。 

另外，即便研究利用了製程、產品、功能、跨部門及社會等五個面向，關於

產業升級的定義，評估本地成衣製造業的升級情形，但如 Tokatli（2013）所說的，

這些觀點對於理解成衣業者的進步仍有其限制。以功能升級為例，不少本地製造

業者在 80 年代左右都曾創立品牌，符合了功能升級的定義，然而其卻未能延續

至今，這可能代表創立品牌並非一可靠衡量業者進步的指標。同時，產業有時也

可能必須先「降級」，或是採取類似「低路」的策略，以求度過眼前的瓶頸，才

能達到未來的升級。因此未來研究欲更全面檢視本地成衣業的升級時，可以考慮

單純評估企業獲利能力的變化，例如投資報酬率的增減等等。然而這對於中小企

業來說較不容易，其常未有足夠的會計資料，遑論數十年的資料保存。 

最後，最近出現一些對成衣業有興趣的年輕人，藉由網路平台發展服飾品牌，

確實替台灣本地成衣業注入了活水。但由於相當年輕、數量不多，未能確定這些

品牌是否能長期生存，提供穩定而非曇花一現的訂單。這些新興品牌本身對於當

代產銷環境轉變如何適應，及其在未來是否可對本地成衣業整體帶來廣泛的轉變，

相當值得未來研究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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